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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伴隨 1970 年代全球勞動市場的變革，當代臺灣也發生重大轉變。在眾多變

化趨勢中，工作品質與勞動風險往往成為學術研究的焦點。本研究藉由低度就業

探討工作品質的影響，包含非自願從事部份工時工作、薪資過低、及教育與職業

不相稱；勞動風險部份，我們則透過工作不安全感的視角來分析，並分為失去工

作可能性與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此外，在低度就業與不安全感的影響因素中，

雇用關係的效果尚未受到完整討論。我們藉由彈性企業模式的指引，將雇用關係

分為典型員工、組織雇用非典型、及市場雇用非典型，以釐清非典型雇用型態的

異質性。本研究的樣本來自 2015 年七期一次「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工作

與生活組問卷，並且建立兩階段的研究架構。在方法上，我們透過多類別邏輯迴

歸、Poisson 迴歸、序列邏輯迴歸、及定型邏輯迴歸，探討雇用關係的影響效果。

研究發現，非典型工作者比較可能非自願工作、教育與職業不相稱，整體低度就

業的發生率也較高，但薪資過低的效果並不顯著。其次，非典型工作者面臨更大

的失去工作可能性，但典型工作者也比較容易感受到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不同

類型的非典型人員，會對低度就業及不安全感造成不同的影響。我們將討論上述

結果的意涵，並說明研究限制與建議。 

 

關鍵詞：雇用關係、非典型雇用型態異質性、低度就業、工作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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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ssues of underemployment and perceived job insecurity 

in Taiwan. Regarding the former, I discussed involuntary working, low income, and 

the mismatch between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 Respecting the latter, I differentiated 

it between the probability of job-loss and the difficulty of finding comparable jobs. 

Besides, this paper focused on the impacts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employment 

relations. I used data from the 2015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First Wave of the 

Seventh Phase: Work and Life Module, and applied multinomial logit, Poisson 

regression, ordinal logit, and stereotype logit model, to conduct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nonstandard workers tend to be involuntarily employed in current jobs and 

be overeducated to positions, but do not receive low income in terms of hourly wages. 

They also perceive higher probability of job-loss; however, standard workers are more 

worried about not being able to find comparable jobs. The outcomes vary whether 

nonstandard workers are organization-employed or market-mediated. 

 

Keywords: employment relations, heterogeneity of nonstandard employment, 

underemployment, perceived job in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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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雇用關係與就業適當性 

 自 1970 年代中葉以來，當代工作世界發生許多重大變革。變革的來源一方

面是各種政治、經濟、與社會等制度結構的變遷，另一方面則是當今勞動力組成

與工作者偏好的轉變。諸如新自由主義興起，造成經濟整合與價格競爭白熱化；

科技創新導致全球生產基地的重新配置，與新的工作組織模式；管理階層的權力

擴大，並要求雇用關係具有更大的彈性；服務業成為就業主流，並產生技能高度

異質性的工作型態。在此同時，勞動人口也變得更加分歧，如女性、少數族裔、

移民工作者、年長者、與雙薪家庭逐漸增加，教育更成為工作報酬的關鍵差異。

這些勞動市場供給與需求的雙方面變化透過「工作結構」彼此連結，使得今日的

工作品質更加兩極化(polarization)，不穩定的工作(precarious work)也逐步擴大

(Green 2013: 5-8; Kalleberg 2011: 12-17, 61)。 

 過去對於勞動市場的研究，大多著重在就業與失業的對比，但在當今種種變

化之下，即使失業率維持在較低水準，工作者仍持續感到焦慮並面臨經濟壓力，

這是因為先前的討論大多忽略就業適當性(employment adequacy)的緣故(Dooley 

2003)。其中，低度就業(underemployment)代表勞動者目前的工作低於其目標與

期待，核心面向包含非自願從事部分工時或臨時性工作、薪資過低、以及教育或

技能等資格高於職位需求(Maynard and Feldman 2011)。低度就業在世界上眾多工

業國家都變得比過去更加嚴重，無論景氣繁榮與否都持續存在，受影響人口也比

失業更多，其後果更不會比失業輕微。低度就業者容易產生負面的工作態度，引

起身心健康問題，也可能導致薪資懲罰(wage penalty)並持續抑制未來的收入，還

可能傷害家庭關係及友誼網絡(Dooley 2003; Maynard and Feldman 2011)。因此，

在當代勞動市場逐漸朝向彈性生產模式轉型，好工作與壞工作的分野更加嚴重，

並且強調個人必須負擔脫貧責任之下(Jensen and Slack 2003)，研究者也應該超越

就業與失業的二元觀點，以「就業連續光譜」檢視不同的適當就業程度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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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這股全球性工作結構變革的浪潮，臺灣沒有置身其外，同樣面臨新自由

主義帶來的種種衝擊。由於經濟全球化加速產業外移的腳步，以及服務業成為就

業主流而導致「成本弊病」現象，不但我國的長期失業者大幅增加，也出現大量

的低薪與低技術層級工作(李健鴻 2011)。如果從行政院主計總處的《人力運用

調查》觀察我國低度就業現象，從 1991 年到 2016 年間，整體低度就業比例都大

致在 10%上下徘徊，1並在 2009 年金融海嘯達到最高點（12.38%），即使最低也

沒有少於 7%。相對來講，除了少數景氣衰退的年份，我國的失業率幾乎都維持

在 5%以下，2009 年的最高點也只有 5.82%。因此，比起失業造成的衝擊，臺灣

基本上都有兩倍的人口面臨不適當就業困境，我們確實有必要檢視低度就業對於

我國勞動市場造成的影響。 

 雖然低度就業一直以來都缺乏足夠的學術研究關注(Li, Duncan and Miranti 

2015; Maynard and Feldman 2011)，然而在少數探討低度就業影響因子的研究中

也並未留意雇用關係(employment relationship)可能帶來的差異，特別是缺乏關於

非典型工作者 (nonstandard workers)就業經驗的討論 (Connelly, Wilkin and 

Gallagher 2011; Jensen and Slack 2003)。Li et al. (2015)認為低度就業的影響因子主

要包含三類，分別是人口與社會經濟特徵（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家庭背景

等等）、經濟環境（如景氣變化、金融危機、政府規範等等）、與工作的相關特徵

（如人力資本、職業、職涯歷史、尋找工作策略等等），各類群體經歷低度就業

的方式也不盡相同。但是，對於雇用關係而言，其代表一種個人與社會的重要聯

繫機制。一方面受到法律規範、組織結構、管理政策等等制度環境的形塑，另一

方面，則影響個體工作者的薪資報酬與生命機會(Benner 2002: 29)。因此，雇用

關係作為重要的社會學關懷，連結鉅觀環境的變革及微觀工作者的變化，究竟與

                                                      
1
 我們這裡的低度就業比例並未包含「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主因是主計處自 2005 年後不再發佈

相關的統計數據，因此我們無法比較之後的變化狀況。為了便於做整體討論，我們僅加總「工時

不足」與「所得偏低」。對此，主計處的說明為「隨著勞動環境、產業結構轉變快速，高等教育 

擴展普及，個人工作價值觀及行為模式改變等」，有關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的測量「已不合時宜且

難有客觀標準」(行政院主計處 2004: (12))。然而，如同本研究後續將討論的，納入教育與職業

不相稱仍有助於分析我國產業與教育體系的落差，因此我們仍將探討這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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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度就業具有什麼關聯，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從勞動市場的運作模式來看，雇用關係代表一個勞動者的「工作身分」，也

就是其如何進入職場並且在特定組織中佔據什麼職位，而勞動者處在失業、低度

就業、或適當就業的類別，則是這些工作者的「就業狀態」；換句話說，前者是

指工作者參與勞動市場的受雇型態，後者則是參與之後所面臨的結果，兩者具有

一前一後的影響關係(如 Connelly et al. 2011: Fig. 8.1)。Kalleberg, Reskin and 

Hudson(2000)也認為我們應該將雇用關係所代表的工作身分，與工作者所獲得的

工作品質區別開來，才能比較典型與非典型雇用型態對於勞動市場結果的影響。

在這段影響過程中，非典型工作者面對市場風險逐漸從雇主移轉至員工，企業藉

由降低雇用關係的義務節省勞動成本，非典型工作者因此更容易遭逢邊緣性就業

(marginal employment)，不僅獲得比較低的薪資，也缺乏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險及

退休金等福利安排(Jensen and Slack 2000)；然而，我們需要注意，仍然有些非典

型工作者受雇於高技能的職位，執行高附加價值的活動，他們也比較不偏好典型

正職工作(Benner 2002: 32)，我們便無法認定他們處於低度就業。更重要地，典

型員工也無法避免不適當就業的困境。在當代企業要求更大的彈性之下，員工的

收入越來越不是以年資或內部薪資結構決定，反而更仰賴個人或組織的績效，如

此使得典型工作者的薪水更加不穩定，並且同樣將企業面臨的風險轉嫁給員工

(Kalleberg 2011: 73)。當這種工作環境不符合工作者的意願，他們也面臨大幅的

薪資損失時，典型員工仍有可能發生低度就業。 

 在臺灣的脈絡中，Hsiao(2013)發現我國勞動市場呈現非正式化的就業趨勢。

由於企業與政府都受到全球化競爭壓力，必須透過彈性雇用關係節省勞動成本，

因此正式受雇者逐漸偏離傳統就業型態，非正式工作者也變得更加不穩定與不安

全。洪敬舒(2014)也發現在這股變化中，雇主、股東與少數管理階層取得勞動市

場的優勢，不僅控制勞雇關係的條件，還能利用非典型勞工替代傳統就業者，受

害者更波及一般正職員工。因此，我國無論典型或非典型工作者都共同面臨勞動

市場彈性化的衝擊，也都有可能面臨不適當的就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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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典型與非典型工作者都有可能面臨低度就業，非典型工作者也可能獲得高

薪與自主性的好工作之下，便引導我們關注「非典型雇用型態的異質性」，本研

究認為這種異質性主要來自組織的人力運用(manpower utilization)策略。企業可

以依照需要時間長短，直接使用部份工時或短期契約工作者，這些非典型員工不

是長期正式聘用，也僅提供低於典型員工的薪水，獲得比較少或幾乎沒有福利；

此外，組織還可以透過派遣機構(temporary help agency)或外包公司(contract 

company)招募人力，這些勞動者不是內部的員工，企業便得以外部化管理責任、

節省相關雇用成本，並且可能使用高技能或低技能的勞工(Atkinson 1987)。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第一個研究問題，便在於探討雇用關係與低度就業具有

什麼關聯？同時，對於不同的非典型工作者而言，我們也想知道是否因為組織的

結構安排，導致彼此存在差異的低度就業經驗？ 

 

第二節  工作不穩定化的後果 

 以上討論大多著重在工作品質的兩極化，但在當今勞動市場的轉變下，工作

的不穩定化也成為重要議題。過去有許多學者使用工作年資或流動性等客觀指標

測量市場變革的影響，但只有少數研究檢驗勞動者主觀知覺的不安全感。然而，

即使處於低失業率與經濟持續成長的年代，當代的工作者卻比過去更加焦慮失去

工作的潛在威脅(Anderson and Pontusson 2007; Schmidt 1999)，這種落差也成為本

研究關注的契機。 

工作不安全感(job insecurity)的重點不是工作者是否真實失業，而是目前有

工作的勞動者是否面臨失業的威脅。由於雇用關係的持續進展是工作生活品質的

核心成分，如果工作不安全感提高，會降低勞動者的福祉，並造成個人壓力、身

體疾病、對工作感到不滿意，甚至對於家庭、鄰里、政治穩定度、民主社會都會

產生負面影響，並且和失業的後果一樣巨大(Green 2013: 129; Kalleberg 2009)。因

此，我們將「工作不安全感」當成最主要的不穩定性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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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的脈絡中，雇用關係與工作不安全感具有潛在的關聯。由於非典型

工作者缺乏穩定契約與集體力量的保障，他們無法避免不合理的解雇，也無法確

保自己能獲得多少工作量及工作時數(Anderson and Winefield 2011)。因此，非典

型工作者更容易認為自己會失去工作。然而，這並不表示典型員工可以免於工作

不穩定性的衝擊。面對組織裁員風潮的盛行與勞資之間失去互信，典型員工也同

樣受到緊迫的管理控制、增加的工作強度等威脅，甚至還可能被非典型工作者取

代工作(Fullerton and Wallace 2007)。因此，無論典型或非典型工作者都共同面臨

更大的不安全感受。此外，不同的非典型工作者仍存在差異。Giesecke(2009)便

發現，由於部分工時工的雇用狀態比較接近典型員工，只是在工作時數上明顯縮

短。因此，他們仍享有一定程度的就業保障，工作不安全感也相對較低。但對於

定期契約工、派遣工而言，由於他們缺乏永久的雇用契約，因此面臨更大的失去

工作風險。對於主觀知覺而言，這兩種非典型也容易產生更高的不安全感。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問題，即在於瞭解雇用關係對於工作不安全

感可能造成什麼影響？除了比較典型與非典型雇用關係的差異，我們也想瞭解不

同的非典型雇用型態，是否在工作不安全感上仍具有異質性？ 

 

在本研究的後續討論中，我們以勞動市場的兩股變化趨勢為焦點。在工作品

質兩極化的趨勢中，我們以低度就業為核心指標，探討好工作與壞工作的分野日

益擴大之下，「不適當就業」主要成為何種工作者的困境。在工作不穩定性擴大

的趨勢中，我們以不安全感為核心指標，探討在失業率不高的脈絡下，何種工作

者容易感受到主觀的「勞動風險」，不同的工作者是否也存在差異。同時，我們

將這兩股趨勢連結到雇用關係的轉變，探討 1970 年代的大環境變革如何對雇用

關係造成衝擊，這股衝擊又會如何影響勞動市場結果。 

本研究將首先回顧當代雇用關係的發展方向，並借用「彈性企業模式」界定

不同的雇用型態。接著，本研究再參考「勞動力運用架構」的原始精神，為低度

就業提供概念與測量的基礎。在清楚定義研究範圍之後，本研究將比較雇用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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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低度就業的效果。最後，我們透過工作不安全感的討論，分析勞動風險的擴

張對於工作者的心理狀態造成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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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如同第一章所述，本研究將從當代雇用關係的轉變開始，探討這種轉變對於

兩股勞動市場趨勢（低度就業、工作不安全感）的影響。在本章中，我們將依序

介紹各個概念的分類與定義，並提出對應的研究假說。 

 

第一節  當代雇用關係的發展 

受到 1970 年代勞動市場變革的衝擊，當今的雇用關係逐漸轉往市場化與個

體化的方向轉變(Kalleberg 2011: 83)。市場化消解雇主與員工的心理契約，及勞

資整體的社會契約。企業越來越傾向依照經營狀況終止雇用關係，並按照需求程

度彈性使用人力。工會勢力及勞動法規的衰退，也加強個體主義的意識形態。工

作者越來越仰賴教育、技能、工作經驗等可以增進個人可雇用性(employability)

的資源，也傾向離開原本受雇的公司，追求更好的工作機會。整體而言，今日的

雇用關係變得更不穩定，工作者也更容易感到不安全(Kalleberg 2009, 2011)。 

在種種雇用關係的變化中，最明顯者莫過於非典型雇用型態(nonstandard 

employment)日益增加。非典型工作型態指涉雇用關係在不同層面上，偏離過去

典型雇用型態，以替代式(alternative)、權變式(contingent)、定期契約(fixed-term 

contracts)的模式使用人力(Connelly and Gallagher 2004)。柯志哲也參考 Polivka

和 Nardone 的看法，認為非典型雇用型態的嚴格定義應是「勞資雙方皆不期待雇

用關係的持續，工作時數上也不固定，並特別強調工作時間的不可預期性」(引

自柯志哲 2008: 4)。在市場化與個體化的變革下，非典型工作者更容易面臨不安

全的雇用型態，不僅容易落入失業或持續非典型就業的陷阱中、獲得較低的薪資

待遇，也更容易被去組織化(disorganizing)而難以集體行動爭取勞動權益(de Vries 

and Wolbers 2005; 柯志哲、張珮青 2014)。 

對於我國雇用關係的轉變情況，柯志哲(2008)利用 2002 年勞委會（今行政

院勞動部）的全國調查資料發現，國內使用非典型雇用型態的企業比率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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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5%，將近整體的四成。如果從細部的類型來看，使用部分工時工、定期契約

工、派遣工、和外包工的企業所占比率，各為 12.4%、21.38%、3.25%、和 21.48%；

如果只看有使用非典型雇用關係的企業，則以使用外包工和定期契約工最多，使

用比率均達到 57%以上，甚至高達 75%使用非典型工作者的企業都表示會維持

或增加非典型人力使用，可見非典型工作在臺灣的盛行。如果從勞動者的角度來

看，Hsiao(2013)透過《人力運用調查》的資料發現，在 2001 年到 2006 年之間，

非典型人力占總就業人口的比例成長兩倍，並且在 2008 年到 2010 年間更大幅增

加，將近總就業人口的 8.8%（約 924,000 人）都屬於非典型工作者。其中，以部

份工時工作者占總就業人口 3.65%（約 384,000 人）最多，但以派遣工作者成長

的幅度最快，2006 年僅占 1.25%（約 126,898 人），2010 年卻增加到 3.36%（約

353,097 人）。這些結果均顯示臺灣的非典型工作者呈現穩定增加趨勢，也顯示我

國勞動市場確實受到 1970 年代大環境變革的影響。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勞動市場經歷大幅轉變，目前卻呈現典型與非典型

雇用關係並存的局面。這是因為企業面對經營環境的變化，便試圖尋找更靈活的

人力配置方式，以同時利用典型員工的專屬技能，與非典型工作者的調度彈性，

因應新的市場狀態(Hudson 2002)。其中，一個深具影響力的解釋模型，是 John 

Atkinson 在 1980 年代提出的彈性企業模式(flexible firm model)。在這個模式的定

義之下，企業依照工作者與組織的關係，將使用的勞動力分成三種類型。 

(一) 核心員工(core workers)：他們是全時工作的永久雇員，位在最內層的勞動市

場，執行企業最重要的營運活動。由於核心員工的技能無法從外部獲得，這

些工作者獲得免於市場波動的安全保障，但也必須接受彈性的工作安排，包

含短期內執行多種專案，長期可能要改變職涯軌道(Atkinson 1984, 1987)。 

(二) 邊陲員工(periphery workers)：這個群體處於第二層的勞動市場，並且同樣是

組織雇用的員工。但邊陲工作者執行的多半是日常性或重複的工作，因此無

法得到安全保障，也缺乏訓練及職涯發展機會。邊陲員工由組織依照當下需

要，彈性調度使用，並大多屬於非典型雇用關係，包含部分工時、臨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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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契約工等等(Atkinson 1984, 1987)。 

(三) 外部工作者(external workers)：第三種群體位在最外部的勞動市場，對使用

企業而言，他們是由外部組織雇用而不是內部編制的員工。外部工作者執行

的活動可能是高度專業的，也可能是較單調乏味的工作。企業比較可能合作

的外部組織，主要包含派遣機構、外包公司等等(Atkinson 1984, 1987)。 

 

從上述討論可以發現，組織在追求彈性人力配置方式的同時，也造成個體層

級的雇用關係差異。典型正職員工通常成為核心成員，非典型工作者則經常落入

邊陲群體。組織因此獲得成本效益優勢，但也使得兩者的薪資與福利更加不平等

(Kalleberg 2003)。此外，非典型工作者更存在邊陲與外部的分野，邊陲群體是由

組織直接使用的非典型員工，如部分工時工、定期契約工、臨時工；外部群體則

是組織透過市場招募的人力，如派遣工、外包工。因此，本研究將雇用關係區分

為典型正職員工、組織雇用非典型工作者、與市場雇用非典型工作者，分別對應

彈性企業模式定義的三種類型。我們認為，非典型雇用型態的異質性，很可能根

源於組織的人力運用策略。 

 

 

第二節  介於失業與就業之間：低度就業的議題 

在衡量一個國家的勞動力規模與特徵方面，勞動力取徑(labor force approach)

是目前最重要的測量工具。這個取徑包含兩個主要元素，一是定義活動的概念，

分別是正在工作的受雇狀態(employed)、與尋找工作的失業狀態(unemployed)；

其次，在統計調查時為這些活動定義時間參照點，如測量前的一個禮拜(Hauser 

1974: 1-3)。此外，由勞動力取徑推導的失業率，更作為主要的社會經濟指標，

政府與研究者可以透過時間序列資料探討勞動市場的變遷，也能藉由跨期資料比

較不同類型勞動者的社會條件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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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勞動力取徑在已開發國家獲得相當好的測量成果，但隨著人口結構的轉

變，不適當就業(inadequate employment)的問題與日俱增，使得失業統計無法再

提供當前勞動市場的真實資訊(Clogg 1979; Clogg and Sullivan 1983; Hauser and 

Shapiro 1993; Sullivan 1978)。勞動適當性(labor adequacy)探討勞動參與的品質與

穩定性，也就是一個社會能否提供適當數量與品質的工作，給身處其中的經濟活

動人口(Clogg 1979; Sullivan 1978)。但目前無論任何社會都存在勞動力低度運用

(labor underutilization)的問題(Sullivan 1978)，影響層面甚至大於失業(Maynard 

and Feldman 2011)。在開發中國家方面，由於相當比例的人口從事小規模的農業

或其他形式的自我雇用工作，當面臨工作中斷的空檔時期，他們既無法被當成員

工而計入受雇狀態，也不處於尋找工作的失業狀態，令勞動統計出現一大缺口；

此外，開發中國家的工作者也經常面臨工時較低或經濟報償較差等問題，但失業

率卻無法呈現低度就業(underemployment)帶來的負面影響，2令政策制定者不能

獲得正確資訊作為人力規畫的參考(Hauser 1974; Jensen and Slack 2003)。在已開

發國家方面，由於工作人口的技能成長速度高於經濟體的產能需求，造成大量工

作者無法發揮習得的技能；雇用結構朝向部分工時、臨時性、合約關係的方向發

展，也造就龐大的部分就業(partial employment)人力(Hauser and Shapiro 1993)。

這些勞動力低度運用問題超出勞動力取徑的二元分類，當代工作者的就業狀態也

不再只是單純的就業或失業，我們便需要新的測量架構反應當前社會現實。 

為了回應上述問題，在國際勞工組織的委託下，Philip M. Hauser(1974)提出

勞動力運用架構(labor utilization framework; LUF)作為新的分類體系，並經由

Sullivan(1978)、Clogg(1979)、Clogg and Sullivan(1983)的後續修正，整體架構包

含六種類別。在排除非勞動力(not in labor force)
3之後，依照勞動力低度運用的嚴

                                                      
2
 為了釐清本研究探討的概念，本文參考 Sullivan(1978: 7)的分類系統，「勞動力低度運用」涵蓋

失業與低度就業等兩種類別；「低度就業」則包含三種不適當就業型式，分別是非自願部分工時

工作、薪資過低、教育與職業不相稱。我們因此發現，低度就業包含在勞動力低度運用的分類當

中，但本文若沒有特別說明的話，將交替使用這兩個名詞。 
3
 「非勞動力」屬於沒有從事任何經濟活動的人口，他們可能完全退出勞動市場，例如高齡退休

者、家庭主婦、全職學生等等。勞動力運用架構則將其他的經濟活動人口，分為「適當利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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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程度從高到低分為：怯志工作者(discouraged workers)
4、失業(unemployment)、

非自願部分工時工作(involuntary part-time work)、薪資過低(low income)、教育與

職業不相稱 (mismatch of occupation and education)、適當就業者 (adequate 

employment)。必須特別注意的是，這六種類別彼此互斥(mutually exclusive)，並

存在優先次序的位階關係(priority system)(Hauser 1974: 10)。5舉例來說，當一個

工作者被歸類為薪資過低，即使他/她同時面臨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仍只會被認

定為所得面的不適當運用，不會在教育面重複計算。 

在臺灣的脈絡中，從 1980 年到 2000 年之間，低度就業者始終佔整體就業人

口的 15%以上，並在 1985 年達到最高點（25.66%），而且以「教育與職業不相

稱」與「所得偏低」較嚴重。其中，服務業的低度就業比例一直比製造業高，兩

種主要低度就業類別也呈現上升趨勢，但製造業的「所得偏低」卻逐漸下降。此

外，男性主要面臨「教育與職業不相稱」困境，女性則較容易遭遇「所得偏低」

問題(黃冠穎、游玉卿、李孟壕 2001)。Tseng, You and Ho(2002)也發現，在 1990

年代，我國的失業率僅維持在 1.6%到 2.3%之間，但是低度就業比例卻高達 30%

左右，並以「教育與職業不相稱」最為嚴重，更足以證明不適當就業為我國必須

重視的課題。 

在過去使用勞動力運用架構的研究中，研究者通常會依照需要而增減討論的

類別(Jensen and Slack 2003)。本研究的重點，在於比較不同雇用關係的就業狀態

差異，也就是目前有工作的典型或非典型工作者的就業狀況。因此，我們將採用

                                                                                                                                                        
「不適當利用」兩種類型(Hauser 1974: 5)。此外，Clogg(1979: 6)也將怯志工作者獨立出來，稱為

邊緣經濟活動工作者(marginally economically active workers)。 
4
 「怯志工作者」代表目前沒有工作，也沒有在找工作的勞動者，可能是過去的負面經驗讓他們

心生退意，但如果有適當工作仍願意繼續就業(Clogg 1979: 6; Hauser 1974: 6)。Clogg(1979)、Clogg

與 Sullivan(1983)均以次級失業(subunemployment)作為怯志工作者的代理變項，包含探討沒有工

作的理由是否為「無法找到工作」，或是先前為兼職的工作者，目前沒有工作的理由是否為「持

續尋求全職工作」(Clogg and Sullivan 1983: 120)。 
5
 勞動力運用架構在提出之後，一直受到非常穩定的採用，幾乎沒有受到任何挑戰。後續學者主

要是依照研究需要，增加或減少討論的類別(如 Friedland and Price 2003)。然而，如同我們在第三

章即將提到的，由於低度就業在本質上彼此相關，一名工作者如果非自願從事部份工時工作，可

能因此獲得較低的薪資，也可能無法將其教育程度用在日常任務中。是故，我們將比較勞動力運

用架構的「互斥作法」，以及將變項設立成並非互斥的「相依作法」，兩者是否有什麼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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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運用架構探討「現在就業狀態」的分類，也就是非自願部分工時工作、薪

資過低、教育與職業不相稱、適當就業等四種類型。以下分別介紹前三者。 

 

(一) 非自願部分工時工作 

在勞動力運用架構的原始分類中，非自願部分工時工作代表受訪者因為經濟

或非個人理由而無法達到全時工作標準(Clogg 1979: 7; Sullivan 1978: 40)，從事部

分工時的工作者想要更多的工作量(Hauser 1974: 9)，或是通常為全時工作的勞動

者被迫減少工作時間(Sullivan 1978: 182)。這個定義包含兩種重要議題，首先，

我們需要定義適當的全時工作標準，低於這個標準時，政府有義務創造更多的工

作量以刺激經濟發展並提升生活水準(Hauser 1974: 10)。其次，非個人的理由則

包含產能閒置、原物料短缺、工廠設備正在修復中、與無法找到全時工作等等

(Clogg and Sullivan 1983: 120)。 

由於非自願部分工時工作代表雇用量的不充分，提供與失業率互補的資訊，

因此屬於各國人口統計的焦點之一。然而，因為不同國家的定義與測量存在大幅

差異，而使得國際比較變得困難(Wilkins and Wooden 2011)。在 OECD 國家中，

只有歐盟使用較為相同的測量，探討哪些工作者因為找不到全時工作，只能從事

部分工時。其中，以義大利的 4.3%最為嚴重，匈牙利的 0.4%較為輕微，但大都

比失業的影響更低。此外，英國設定的部分工時門檻，是週工時低於 40 小時，

澳洲、紐西蘭、美國等等，則設定在 35 小時以下(Wilkins and Wooden 2011)。 

在臺灣的情況中，我國自 1973 年引進 Hauser 的勞動力運用架構，並從 1977

年開始，配合《人力運用調查》資料，逐年提出《台灣地區勞動力低度運用》調

查報告(劉鶯釧、黃智聰 1990)。目前我國將非自願部分工時工作6定義為「工作

時數低於正常情形，而希望增加工作時數者」(蔡憲唐、韋伯韜 2004: 21)，並從

2001 年開始將正常情形設定為「每週工時未滿 35 小時」(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6: 

                                                      
6
 在《人力運用調查》的用詞為「工時不足」，本研究則採取 Hauser(1974)的原文翻譯（非自願

部分工時工作），兩者指的是同一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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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然而，非自願部分工時工作一直是最輕微的低度就業類別(黃冠穎等 

2001)，只有在 Tseng et al.(2002)的分析中，發現個人服務業同時存在廣泛的時間

面與收入面之低度就業，並以女性工作者為主。本研究查看 1991 年到 2016 年的

《人力運用調查》也發現，非自願部分工時工作平均維持在 2.64%，只有在 2009

年的金融海嘯達到最高點（5.60%），但在 2011 年便下降到 2.46%。 

雖然非自願部分工時工作是定義較明確的低度就業類型，但當我們探討典型

及非典型雇用關係的影響時，卻會產生概念的問題。因為在雇用型態的定義中，

典型正職員工屬於全時工作，非典型工作者則可能擁有全時或部分工時工作

(Kalleberg 2003)，如果我們討論哪種類型的員工容易陷入部分工時狀態，則毫無

疑問地，只有非典型工作者會面臨這種風險，如此便失去比較的意義。為了解決

這個矛盾，我們參考 Connelly et al. (2011)的討論，目前有許多的非典型研究探討

意願(volition)議題，也就是工作者是否自願接受現在的雇用狀態。此外，意願研

究的焦點在於雇用狀態的整體態度(overall attitudes)，而不是對於雇主或同事等特

定面向的態度(Connelly et al. 2011)。由於意願研究不會排除典型員工的經驗，因

此能克服討論部份工時的矛盾，我們便可以比較，典型與非典型雇用型態何者更

可能「非自願」從事目前的工作。 

 

(二) 薪資過低 

在勞動力運用架構的界定中，薪資過低代表工作者即使擁有全時工作，卻無

法獲得足以維生的薪資報酬。對於完全仰賴工作收入生存的人口，可能產生極大

風險(Clogg 1979; Sullivan 1978)。此外，勞動力運用架構只考量個人層次的工作

收入，而不納入移轉支付(transfer payments)或福利補貼(welfare subsidies)(Clogg 

and Sullivan 1983: 121)。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將有工作卻獲得過低薪資的情形，

視為個人層面的工作貧窮(working poor)，並和社會福利學界討論個人或家戶的貧

窮狀態(poverty status)加以區分(Clogg 1979: 11; Clogg and Sullivan 1983: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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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1991-2016 年臺灣勞動力運用狀況 

年別 失業率(%) 

低度就業占勞動力之比率(%) 

小計 

(A)+(B) 

工時不足 

(A) 

所得偏低 

(B) 

教育與職業

不相稱 (C) 

1991 年 1.43 9.99 1.35 8.64 9.08 

1992 年 1.40 10.79 1.82 8.97 9.22 

1993 年 1.29 10.64 1.55 9.09 5.54 

1994 年 1.43 9.52 1.95 7.57 5.52 

1995 年 1.63 9.55 2.14 7.41 5.67 

1996 年 2.35 9.63 3.09 6.54 5.99 

1997 年 2.51 11.38 3.19 8.19 6.42 

1998 年 2.37 8.95 2.50 6.45 6.65 

1999 年 2.84 9.11 2.73 6.38 6.88 

2000 年 2.78 8.76 2.37 6.39 7.24 

2001 年 4.22 10.11 3.86 6.25 7.30 

2002 年 5.02 10.75 3.75 7.00 7.77 

2003 年 4.98 10.73 3.66 7.07 8.22 

2004 年 4.41 9.63 3.08 6.55 8.42 

2005 年 4.10 8.17 2.37 5.80 
 

2006 年 3.84 7.85 2.39 5.46 
 

2007 年 3.87 7.05 2.02 5.03 
 

2008 年 3.84 8.16 2.18 5.98 
 

2009 年 5.82 12.38 5.60 6.78 
 

2010 年 5.14 9.79 3.25 6.54 
 

2011 年 4.27 8.62 2.46 6.16 
 

2012 年 4.12 10.54 2.43 8.11 
 

2013 年 4.06 9.25 2.66 6.59 
 

2014 年 3.85 8.01 2.37 5.64 
 

2015 年 3.62 7.02 1.82 5.20 
 

2016 年 3.84 7.54 2.07 5.47 
 

資料來源：2016 年人力運用調查，「教育與職業不相稱」取自同調查的 2004 年資料。 

 

雖然薪資過低的定義看起來簡單，但學者們對於測量標準的意見卻相當分歧

(Sullivan 1978: 41)。Hauser 最初建議我們參考各國官方的貧窮定義，並可考量區

域或種族等等群體差異設定不同的截略點(cutting points)(Hauser 1974: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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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livan(1978)、Clogg(1979)則利用美國的社會安全行政貧窮指數(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poverty index)作為薪資過低標準，並依照居住地、性別、年齡、

主要或次要收入者設定不同的截略點。然而，這套流程卻過於複雜且難以複製，

並且考量點仍是經濟福利而非適當就業的指標。因此，Clogg 和 Sullivan 又提倡

使用單一貧窮標準的一點二五倍，並證明這個門檻(threshold)確實能反應收入的

不足(Clogg and Sullivan 1983)，後續研究者也廣泛使用這種作法。 

我國《人力運用調查》對薪資過低的定義為「工作時數已足夠，但所得卻偏

低者」(蔡憲唐、韋伯韜 2004: 21)，並且依照是否為全時工作而有不同的標準。

部分工時工將單純比較截略點，全時工作者則可能比較截略點或基本工資。這些

截略點是「依就業者性別、教育程度、與受僱與否分為 36 組，各組以其工作收

入中位數的半數為截略點」，如果截略點低於基本工資時，全時工作者將以基本

工資為標準(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6: (13))。在歷年的情況中，薪資過低是主要的

低度就業類型之一。如果觀察 1991 年到 2016 年的資料，薪資過低的平均比例為

6.74%，大約是平均失業率（3.64%）的兩倍。洪敬舒(2014)便認為，在政府的幫

助下，我國企業透過低薪職缺與廉價外勞就能獲得龐大利潤，便不願投入具有風

險的產業轉型。因此，即使臺灣經濟維持成長，受僱人員報酬佔國內生產毛額

(GDP)的比重，卻從 1990 年的 51.71%下滑至 2009 年的 46.09%，甚至出現實質

平均薪資負成長的現象(洪敬舒 2011)，加劇我國薪資過低的趨勢。 

在本研究的脈絡中，對於薪資過低類別，我們仍要處理非自願工作狀態提到

的概念問題。由於非典型雇用型態包含全時與部分工時等兩種類型(Kalleberg 

2003)，如果我們發現非典型工作者薪資過低，這可能是他們的工時無法達到全

時就業標準，使得加總之後的整體薪資較少，而不是雇用型態本身造的的低薪。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沒有適當標準，又會令本研究失去可比較性。為了解決這個

矛盾，我們參考 Kalleberg, Rasell, Cassirer, Reskin, Hudson, Webster, Appelbaum 

and Spalter-Roth(1997)的建議，將工作者的收入除以工作時間，轉換為「時薪」。

如此就能在消除工時的影響下，比較典型與非典型何者更容易面臨薪資過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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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劉鶯釧、黃智聰(1990)對於《人力運用調查》的檢討中，也提出相同考量。 

 

(三) 教育與職業不相稱 

教育與職業不相稱包含兩種涵義，分別是工作者的教育程度高於目前受雇職

位的需求(Clogg and Sullivan 1983: 121)，或是過去累積的技能成就大於工作要求

(Clogg 1979: 9)。在這種狀態下，教育與職業不相稱代表工作者對於教育的過度

投資，因此存在未被使用的產能，更顯示教育擴張(increases in education)與職業

結構(occupational structure)無法調合，整體社會面臨資源分配失當的問題(Clogg 

and Sullivan 1983; Hauser 1974; Sullivan 1978)。 

在當前世界各國都存在高教擴張的趨勢下(曾柏文 2015)，工作者能否將教

育成就應用到職場中，確實成為重要的研究議題(翁康榮、張峰彬 2011)。然而，

過去研究者對於如何評估教育與職業不相稱卻存在諸多爭議，到目前為止都沒有

定論。就我們所知，主要有四種測量方法(Luksyte and Spitzmueller 2011; Wilkins 

and Wooden 2011)。第一種是 Sullivan(1978)發展的統計分配法，其首先計算各個

職業的平均教育年數，再加上一個標準差；如果工作者的教育年數高於這個截略

點，則代表教育程度過高。第二種是參考專業工作分析師(job analysts)的判斷，

例如美國的職業分類典(Dictionary of Occupational Titles)以及後續的職業網絡

(Occupational Network; O*NET)分類，並比較特定職業的教育要求，與工作者的

實際教育水準。第三種請工作者主觀評估目前職位所需的最低教育程度，再比較

其實際的教育成就。第四種則直接請工作者回答，他們目前是否處於過度教育

(overeducated)的狀態。這四種方法分別存在不同的問題。第一種方法假設相同職

業的教育要求都相同，忽略職業內部存在異質的工作型態；而且使用一個標準差

為標準，也有過於武斷的爭議。第二種方法同樣有忽略異質性的問題，而且職業

分類典不會頻繁更新，因此面臨工作要求是否隨時間改變的爭議。第三種和第四

種方法則面臨主觀偏誤的批評，受訪者可能因為自我膨脹或不滿現狀，導致高估

或低估不相稱程度；同時，受訪者也需要真正瞭解工作內容，而不只是重複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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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徵才要求，才可以做出適當判斷((Luksyte and Spitzmueller 2011; Wilkins and 

Wooden 2011; 蔡瑞明、莊致嘉、葉秀珍 2005)。 

 我國主計總處對於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的定義「包含了『高教低就』和『學非

所用』兩部分。高教低就是指有較高教育水準的人，擔任所需教育較低的職務；

學非所用指的就是工作上所需的技能與在學校所學的不一致」(蔡憲唐、韋伯韜 

2004: 21)。在 2004 年以前，《人力運用調查》測量方法是「各中職類就業者之受

教育年數超過各中職類就業者平均受教育年數之 1.25 倍[，]並輔以科系別判定」

(行政院主計處 2004: (12))，然而 2005 年後就不再發布相關資料（見「註 1」）。

劉鶯釧、黃智聰(1990)認為，雖然《人力運用調查》的核心精神是分析「大才小

用」及「學用不符」，但 1.25 倍的界定仍較為主觀，而且比較職業與科系別的差

異，在各科系的分野逐漸消弭之下，也可能存在爭議。本研究則在觀察 1991 年

到 2004 年的資料後發現，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的平均比例為 7.14%，是我國低度

就業類型中最嚴重者，並從 1993 年開始便呈現直線上升趨勢。顏敏娟、葉秀珍

(1997)也有類似結論，雖然就整體趨勢而言，從 1979 年到 1996 年有小幅下降的

現象，但高教育程度者卻更容易發生不相稱，而且年輕世代、男性、已婚者、下

層職業階級、邊陲產業、與雇主等，也更容易有不相稱的情形。翁康容、張峰彬

(2011)藉由對高教擴張世代的質性訪談也證實，雖然有教育與職業相稱的案例，

但也有受訪者認為學歷對於工作根本沒有用，進而貶抑高等教育的價值。 

在本研究的脈絡中，基於不同的測量方法各有優劣，我們便傾向支持「工作

者主觀評估法」。由於本研究的重點在比較雇用型態造成的影響，每個職業也都

可能存在典型與非典型工作者，工作內容不一定相同，因此無論 Sullivan 的統計

分配法或職業分類典都無法提供有效測量，主觀評估法則較能避免這些問題。此

外，Borghans and Grip 也認為，如果調查程序夠完善、問卷內容夠恰當，主觀評

估法比較能反應真正的不相稱現象(引自蔡憲唐、韋伯韜 200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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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雇用關係與低度就業的關聯 

在低度就業的研究歷程中，邊緣性(marginality)作為一種重要的概念分類，

代表一群特定的工作者比較容易陷入勞動力低度運用狀態。此外，邊緣性與低度

就業也存在一種機率關係，具有邊緣性的工作者並不必然面臨低度就業，但擁有

這種特性卻會提高勞動力低度運用的勝算(odds)。換句話說，邊緣性是導致低度

就業的可能原因，低度就業則是邊緣化工作者的可能結果(Sullivan 1978)。 

Sullivan(1978)探討邊緣性的四種充分條件，這四個條件都會導致勞動力低度

運用，包含失能者(disabilities)、先天特質(ascriptive characteristics)、後天特質

(achieved characteristics)、結構特質(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7其中，前三種又被

稱為邊緣工作者(marginal workers)，代表勞動者處在社會結構邊緣的不同原因，

並是任何社會幾乎都存在的現象，例如身心障礙者、女性、少數族裔、年輕人、

老年人、低教育程度的工作者等等。第四種則稱為邊緣性工作(marginal jobs)，

代表該工作落在經濟結構的邊緣，其可能位於邊緣經濟結構之中，或屬於主流經

濟結構內的邊緣性工作，並且會因為國家或經濟體的不同而存在差異－某個國家

的邊陲產業可能是另一個國家的核心事業。在使用資料的限制下，Sullivan(1978)

討論三種邊緣性工作的來源，分別是邊緣產業(marginal industries)、邊緣職業

(marginal occupation)、邊緣企業(marginal firm)。 

 由於勞動市場在 1970 年代中葉發生重大變革，Sullivan 的討論便忽略當代另

一種結構特質，也就是「雇用關係」造成的邊緣性，其效果甚至超越企業或產業

部門對工作者的影響(Kalleberg et al. 2000)。這是因為雇用關係逐漸轉往短期、市

場基礎的方向改變，工作者也面臨更大的不穩定性，除了減少在組織中享有的權

利、越來越難和雇主集體協商，為了獲得一份工作與伴隨的社會福利，勞動者也

更可能接受低薪及不適當就業條件，使得低度就業的問題更加擴張(Hauser and 

Shapiro 1993; Jensen and Slack 2003)。此外，我們仍要注意 Sullivan(1978)對於邊

                                                      
7
 然而，Sullivan 也認為應該將邊緣性視為一種程度(degree)，擁有超過一種條件者可以視為更加

邊緣(more marginal)，也更可能導致勞動力低度運用(Sullivan 1978: 23-2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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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性及勞動力低度運用的討論：不能將不穩定的雇用關係等同於低度就業，而是

將雇用關係的邊緣性當成可能原因，並將低度就業當成可能結果。唯有分別處理

不同的雇用型態並探討對於就業狀態造成的影響，才能真正釐清兩者的關聯。 

 在低度就業的早期研究中，研究者很容易認為非典型工作者必定面臨勞動力

低度運用，但現實狀況沒有這麼單純(Connelly et al. 2011)。由於非典型雇用關係

涵蓋多種異質的工作類型，某些非典型工作者即使缺乏公司提供的福利安排，仍

享有比典型工作者更高的薪資，及對工作期程(schedule)更大的掌控力。例如，

自由業者、擁有專業技能的外包工作者等等，我們不能認為這些工作者面臨低度

就業。此外，即使是相同的非典型雇用型態，也存在兩極化的分歧，如臨時工、

派遣工、外包工等等都同時涵蓋高階與低階的工作，他們可能擔任大學教授、軟

體工程師、部門經理，也可能作為行政人員、秘書、低技術的批發業與製造業勞

工，非典型工作者並不必然從事壞工作(Kalleberg 2011: 76-77)。相對地，在當今

企業要求更大的彈性之下，典型正職員工也可能面臨不適當就業的衝擊。由於雇

主不再提供明顯的安全保障，典型雇用關係也走向開放式的協商。員工需要依照

潛在的市場價值和雇主議價交換，並且承受更大的工作要求，獲得更少的薪資與

福利(Benner 2002: 34)。除此之外，典型員工的工時也要配合企業的需要調整，

並可能被迫在相同或更低的技能水準之下，接受更多的工作任務(Hudson 2002)。

因此，無論從低度就業的何種層面來看，典型與非典型工作都不再截然二分。兩

種雇用關係都可能獲得好工作，也都可能因為缺乏議價能力而具有邊緣性，並且

導致勞動力低度運用。 

 以下我們將依序比較典型及非典型員工與本研究探討的三種低度就業類型，

並深入探討影響兩者陷入勞動力低度運用的機制，最後推論兩種群體的差異。 

 

(一) 非自願工作狀態 

在第一種低度就業中，典型員工可能非自願從事目前工作的原因，在於他們

必須接受彈性的工作安排。為了讓既有的核心人力更能因應市場需求，企業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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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工作中重新配置員工，並配合不同的任務調整工作內容(Atkinson 1984, 

1987)。在達成目標的壓力下，又不能增加過多的人事成本，組織必須趨使有限

的典型員工，承受更大的工作負擔、接受可能的超時工作、以及持續不斷的加速

(Hudson 2002)。這種組織彈性的要求，帶來強大的不穩定性及壓力，使得典型員

工面臨惡化的就業環境，但又可能為了生計而無法輕易離開目前的工作。 

相對地，非典型工作者的非自願狀態，則來自於他們沒辦法自由選擇。對於

美國的情況而言，大致上都有五成到七成的非典型工作者偏好典型工作，以獲得

可能的技能發展機會、經濟安全感、與向上流動的管道。然而，他們卻可能因為

處在企業經營環境的淡季、無法找到典型正職工作、被資遣後重新聘為非典型員

工、希望透過非典型職位轉成正職等等，被迫接受現在的雇用型態(Bernasek and 

Kinnear 1999; Marler, Barringer and Milkovich 2002)。Hardy and Walker(2003)對於

紐西蘭的研究也發現，大約有九成的非典型工作者，都希望得到典型正職工作。

他們通常因為無法找到典型職缺、被裁員後需要一份新工作，因此被迫接受非典

型雇用型態。非典型工作甚至是除了失業以外，唯一擁有的底線選擇。就臺灣的

情況來說，Hsiao(2013)發現，非典型工作者大約有三分之一都希望轉變工作，並

以高中畢業者的 27.46%最為明顯；相對地，典型工作者只有 6.64%想改變目前

的工作，並以 15-24 歲的年輕族群最為鮮明（13.42%）。辛炳隆(2011)則指出，我

國大約有七成以上的非典型工作者，想尋找全時正職工作。非典型工作者的從業

原因，也以「找不到合適的全時正職工作」佔最高的比例（70.4%）。 

在此，即使典型員工也可能非自願從事目前的工作，他們至少享有雇用契約

的保障，無論聘期或薪資福利都能得到適當安排。但非典型工作者不僅工作條件

不如典型員工穩定，他們也可能因為經濟環境或雇主的人力運用考量，被迫接受

非典型雇用型態，所以希望轉正職的傾向便更加鮮明。因此，本研究推論非典型

工作者的非自願程度更高，並提出第一項研究假說： 

H1：相對於典型正職員工而言，非典型工作者非自願從事目前工作的

機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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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薪資過低 

在薪資過低方面，對於典型正職員工而言，受雇於中小企業或個人事業者，

由於組織需要壓低人事費用以維持經營條件，使得正式職員可能無法得到高額收

入。而因為公司倒閉或裁員失去工作的中高齡員工，即使他們可以再度就業，過

去所累積的技能與經驗也不一定能應用在新的工作，新的公司也不願意提供高薪

給予對組織幫助不大者。更甚者，即使受雇於大型企業，經歷併購或組織重整等

勞動市場彈性化衝擊還能倖存者，他們也必須承擔加重的工作量，並且無法申報

超額工作時數及申請加班費，令典型員工面臨超時過勞的困境(門倉貴史 2008)，

將薪資除以工作時數得到的平均時薪更不符合付出的心血。8
 

對於非典型員工來說，由於非典型工作者通常不是組織的核心人力，可以依

照企業需要隨時增減，因此獲得的薪資與福利水準通常較低(de Vries and Wolbers 

2005)。即使他們擁有足夠的能力及教育程度，也會因為薪資計算方式以時間或

契約為準，難以依照個人表現向上調整。更甚者，當年輕族群進入職場時就難以

被聘為典型正職員工，他們無法得到企業的栽培累積資歷，收入自然無法隨工作

年資向上提升，與正職員工的終生所得更會產生極大差距(門倉貴史 2008)。9
 

在此，雖然薪資過低可能同時發生在典型與非典型員工身上，但由於非典型

工作者無論生產力高低都只能獲得固定薪水，即使工作內容與典型員工相同，也

無法得到同等薪資待遇。而且非典型工作者還面臨更大的不穩定風險，由於缺乏

企業提供的退休金、勞健保、資遣費等福利待遇(Jensen and Slack 2003; 李健鴻 

2011)，當他們突然失去工作時，會在經濟上陷入極大困境。因此本研究推論，

                                                      
8
 臺灣的職場目前也存在超時過勞現象，不僅有 26.75%的勞工之每日工作時間超過《勞動基準

法》規定的十二小時上限，也有 12.29%無法領到加班費或得到補休，政府更無法落實勞動檢查

制度，使得這些違法現象甚至被當成常態看待(李健鴻 2011)。 
9
 臺灣由於產業結構的轉型，自 1980 年代以來，傳統製造業、資訊電腦與電子科技產業紛紛外

移，導致就業機會大幅減少、結構性長期失業大量增加，即使工作者再就業也容易成為低薪或非

典型勞工。此外，在服務業成為就業主流之下，更出現雇主以降低薪資水準或增加非典型人力等

方式因應市場競爭－即所謂的「成本弊病」現象，使得大量工作者面臨薪資過低。因此，臺灣也

已經陷入全職工作機會越來越少、非典型就業越來越多的困境(李健鴻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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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工作者更可能面臨薪資過低，並提出第二項研究假說： 

H2：相對於典型正職員工而言，非典型工作者薪資過低的機率更高。 

 

(三) 教育與職業不相稱 

 最後，在教育與職業不相稱方面，目前全世界國家都面臨高等教育擴張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的衝擊，由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首開先河，進而

擴展到英國歐陸，再到亞非等開發中國家(曾柏文 2015)。臺灣政府也為了促進

經濟發展，分別於 1960 年代末到 1972 年第一次大幅增加專科學校；然後在 1990

年代後，將專科學校改制成技術學院、並將過去的技術學院升格為科技大學，使

得整體大專院校數量擴增到一百六十三所。也因此有高達 95%的高中畢業生、

80%左右的高職畢業生可以繼續升學，這個比例甚至高居全球前五名，連大學的

在學率10都接近七成(林宗弘 2015)。然而，我國的教育體系雖然持續擴張，產業

結構卻並能配合得當，使得工作者普遍都面臨過度教育(overeducation)的問題。

對於臺灣主要的三種產業來說，勞力密集的中小企業在西進大陸或向東南亞投資

的過程，大多仰賴「從做中學」的生產方式，他們不認為高教人才可以提供多大

的幫助。臺灣本土內需產業的經營權與管理權，也大多掌控在家族成員手中，很

少引進碩博士人才協助研發或從事專業管理。至於由政府主力發展的高科技業，

雖然比較可能雇用大學以上畢業生，也因為不景氣衝擊，降低人力需求(林宗弘 

2015)。而且科技業就業人口僅佔臺灣總就業人口的 7%，每投入一億元資本只能

創造 6.4 個就業機會(洪敬舒 2011)，因此更難以緩解高教人才過度增加的問題。

由於整體社會都面臨教育與職業結構無法調合，即使大學為社會培養訓練良好的

人才，工作者也因為缺乏市場需求而無法發揮所學。 

 高教擴張是整個勞動市場共同面臨的困境，因此無論典型或非典型員工都可

能發生過度教育。然而，非典型勞動的特性仍然讓工作者更容易經歷教育與職業

不相稱。在客觀層面上，非典型工作者更有可能隨著案件移動改變工作性質，或

                                                      
10

 高等教育的在學率意指，在 18 到 21 歲人口中，就讀大學者占此年齡層比例(林宗弘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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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更換組織及部門而需要適應新的工作群體。在不斷變動的環境下，工作者與

目前職位的適配程度也會不斷改變，因此更容易產生低度就業。在主觀層面上，

由於非典型工作者的短期性質及外來者形象，容易導致他們被正職員工排除，而

缺乏非正式學習機會。他們原先的資格可能高於工作要求，卻會隨著時間逐漸面

臨劣勢。此外，由於組織無法充分瞭解非典型工作者的能力，也難以調整安排來

減少工作內容的落差。更重要地，如果非典型工作者的教育程度高於或相等於典

型員工，由於非典型的薪資待遇通常不如正式職員，他們更可能產生教育與職業

不相稱的不平等感受(Connelly et al. 2011)。在此，我們提出第三項研究假說： 

H3：相對於典型正職員工而言，非典型工作者更有可能面臨教育與職

業不相稱，也就是過度教育的機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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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雇用關係對工作不安全感的影響 

 在分析雇用關係對於低度就業的影響之後，我們瞭解非典型工作者比較可能

面臨三種低度就業困境。除此之外，勞動市場的第二股變化趨勢，在於主觀勞動

風險的擴大。因此，我們首先釐清工作不安全感的概念，然後區分兩種可能的面

向，並探討這兩種不安全感與雇用關係存在何種關聯。 

 

(一) 工作不安全感的意涵 

工作不安全感是由於工作的不確定性所造成的福祉損失，主要可以從經濟面

或工作內容本身來衡量。其中，由於經濟面的影響比較容易測量，而且會影響到

工作場所外的其他生活，因此是主要的切入觀點。在工作者從現在到未來獲得的

收入現金流(income stream)之中，如果我們將可能發生的收入損失畫成一個統計

分配，當出現不確定的事件造成平均損失增加，將導致工作者的生活水平下降。

此外，如果工作的風險提高導致損失的變異數(variance of the loss)擴大，也會讓

未來收入更不確定，並降低風險趨避者(averse to risk)的福祉。在此，從平均損失

的觀點來看，其可能因為工作非預期終止，使得收入損失大幅提高；也可能在雇

用關係持續進行時，因為減薪或無法升遷導致未來收入減少。又由於工作終止的

影響最大，甚至成為工作不安全感的同義詞，學者們也因此主要集中探討工作損

失的風險與成本(Green 2013:130)。 

雖然上述定義看似有客觀衡量標準，但其實在勞動市場彈性化的趨勢下，勞

動者對於工作是否安全的感受變得更加重要。這是因為，無論失業率或非自願失

去工作的比例，通常只是少數群體的經驗。如果我們想知道，整體勞動人口如何

受到工作穩定性下降、失業率上升的衝擊，以瞭解雇用關係如何受到工作不安全

感的影響，我們只能觀察工作者的主觀信念才最為恰當(Schmidt 1999)。此外，

學者們提出幾個重視主觀測量的理由，由於受訪者擁有專屬於個人的資訊能判斷

面臨多大風險，因此工作不安全感可以有效預測未來是否真實失去工作。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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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覺，也對於後續行為及情感福祉有重要影響，並且形塑他們對於雇主與工會

的態度。因此，主觀測量不但具有效度也是唯一實際的衡量方法，對於工作者本

身、工作場所的其他群體、甚至整體經濟而言，都富有重要的研究意涵(Fullerton 

and Wallace 2007; Green2013: 131)。也因為主觀信念的研究結果，幾乎都與失業

率、非自願失去工作比例等等客觀指標密切相關，Green and McIntosh 認為主觀

測量確實能反映工作者在勞動市場上的狀態(引自 Kalleberg 2011: 231)。 

 雖然當代工作不安全感的變化，與經濟環境的動態相當一致，但是事實上，

工作者的主觀知覺仍呈現明顯的變遷趨勢。如 Schmidt(1999)發現，在 1993-1996

的景氣復甦時期，工作者對於安全感的焦慮，相較於 1970 或 1980 年代的復甦期

而言，變得更加嚴重；在 1990-1991 的景氣衰退期間，工作者也比 1982-1983 年

更擔心可能會失去工作。因此，當代工作者確實變得更加悲觀，連過去處於高階

職位的白領階級、高學歷者等等，也都出現更大的工作不安全感。Fullerton and 

Wallace(2007)利用 1977 到 2002 年的一般社會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資料也

發現，在控制失業率之後，越接近今日的工作者，安全感確實呈現下降趨勢。如

果再結合實質薪資、工會密度、臨時性員工比例、收入不平等、去工業化等等，

形成勞動市場的彈性轉向指標(flexible turn index)，將對於工作安全感帶來最強烈

的負面效果。因此，在 1970 年代之後，伴隨著裁員浪潮的擴大、臨時性雇用的

提高、組織重整風氣的盛行，當今的工作不穩定性確實變得更加普遍，並且造成

工作不安全感的蔓延。 

 最後，回顧上述工作不安全感的討論，我們發現，既有研究主要分成「失去

工作可能性」與「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等兩種類型(如 Anderson and Pontusson 

2007)。前者指涉工作損失的風險，代表受訪者主觀認定可能失去工作的機率；

後者則討論工作損失的成本，並且可以藉由工作者判斷是否容易找到與目前一樣

好的工作來衡量。由於兩者分別代表工作不安全感的兩種面向，並且各自提供有

意義的資訊，本研究也將藉由這兩種指標，探討雇用關係的可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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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失去工作可能性 

作為工作不安全感的第一個面向，「失去工作可能性」代表個人主觀判斷在

不遠的將來中，他/她有可能喪失工作的機率(Anderson and Pontusson 2007)。學

者們認為這樣的測量方式具有效度，並且在兩種層面上也都有信度。首先，受訪

者的知覺風險，確實與外在客觀因子密切相關，例如勞動市場環境、過去失業經

驗、是否為臨時性工作者等等。其次，工作者對於失業的恐懼，也與未來真實失

業的經驗具有正相關。換句話說，目前知覺風險程度越大的受訪者，後續也越有

可能失去工作(Fullerton and Wallace 2007; Green 2013: 132-133)。 

對於典型正職工作者而言，他們面對企業不斷將業務外包的處境，無論高端

或低端工作都可能被非典型工作者取代。再加上逐漸擴大的精減人事風潮，即使

典型員工仍屬於企業的核心員工，組織提倡彈性的態度，仍增加他們的不穩定性

與受到裁員的機率(Hollister 2011; Kalleberg 2011: 89-92, 96-98)。此外，既有研究

也發現，當代員工在特定雇主底下的工作年資呈現下降趨勢，特別是私部門與介

於主要工作年齡的男性，都呈現長期年資降低(Hollister 2011)。顯示以前最受到

保護與最安全的勞動者，目前都變得更不穩定。面對這種動盪的就業環境，典型

員工很容易認為，自己只是被企業當成獲利的工具，組織根本不在乎他們的貢獻

或福祉(Bishop, Goldsby and Neck 2002; Mankelow 2002)。因此，在組織重整風氣

的盛行下，典型員工也可能產生不安全感，並認為自己可能會失去工作。 

對於非典型工作者而言，他們主要面對失去心理契約的困境。由於雇主與員

工不再有長期穩定相處的期待，組織越來越傾向依照需要來調派人力，更讓非典

型工作者的每週工時可能從一到三十八小時隨意變動，令他們無論在銀行借款、

規劃孩童照護、準備長期預算等等，都面臨不確定性與壓力。再加上勞資之間也

失去社會契約的承諾，雇主更可以自由調整勞動條件，非典型工作者也沒有能力

爭取自己受到的待遇(Anderson and Winefield 2011; Giesecke 2009)。除此之外，當

非典型工作者看到典型員工面對擴大裁員的機率，他們更有理由認為，組織都不

重視正職員工的福祉，也更不可能考量屬於邊陲群體的非典型人員(Bishop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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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因此，非典型工作者容易因為不穩定的地位，認為自己會失去工作。 

在此，雖然典型與非典型工作者都面臨普遍的工作不安全感，但由於非典型

工作者缺乏穩定契約的保障－無論是有形的雇用契約或無形的心理契約－使得

他們更容易成為組織可拋棄的人力。換句話說，非典型工作者比起典型員工，更

容易被組織終止工作。因此，本研究推論，非典型工作者認為自己會失去工作的

可能性更高，並提出第四項研究假說： 

H4：相對於典型正職員工而言，非典型工作者預期自己會失去工作的

機率更高。 

 

(三) 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 

接續前面的討論，工作不安全感的第二個面向，在於失去工作之後可能碰到

什麼狀況。換句話說，這是由工作者主觀判斷工作損失的後果，並主要探討是否

可能找到與目前一樣好的工作(Anderson and Pontusson 2007)。然而，這種衡量方

式只能部份且不完美地捕捉失去工作的可能成本。由於工作損失的後果包含三種

元素－失業之後的薪資損失、失業的期間、以及找到新工作後可能面臨較低的薪

資，「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只能試圖掌握後兩種概念，在效度上便受到挑戰。

此外，在信度方面，研究者也缺乏直接檢驗方式，只能透過勞動市場的相關指標

進行間接檢測(Green 2013: 139)。幸好，Green(2013: 139-140)分析美國與英國的

資料後發現，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確實伴隨失業率的起伏變動；具有工會保障或

在衰退產業中工作的受訪者，也都認為較難找到相等的工作。因此，這項指標仍

可以適度反應工作損失的後果。 

在本研究脈絡中，雇用關係同樣會對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的感受帶來差異，

特別就典型正職工作者而言，他們目前更容易覺得無法找到相等品質的新工作。

這是因為當代勞動市場將風險從雇主移轉至員工，伴隨大企業的內部勞動市場弱

化，典型員工要自己提升可雇用性以對於現在與潛在的雇主更有價值，並且同時

面臨組織越來越傾向從外部招募人才，也減少中階的升遷職位。即使他們進入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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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內部勞動市場(occupation ILMs)，企圖在不同公司的相同職位中尋找更好的

工作機會，既有研究也發現向上與向下流動都同時增加，因此造成工作者更大的

不穩定性(Hollister 2011; Kalleberg 2011: 94-95)。這一切都說明，如果離開目前職

務，典型員工將面臨強烈的不確定性，也難以保證找到一樣好的工作。此外，由

於長期失業在近年更加盛行，企業雇用員工的比例同時降低，人們比起過去更難

得到一份新工作(Hollister 2011)。即使可以再度就業，大多數人的薪水都比上個

工作低很多，新的公司也不願提供高薪給予對組織幫助不大的新進者(門倉貴史 

2008)。因此，典型工作者確實可能感到更強烈的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 

 相對來講，對於非典型工作者而言，由於他們原本就不是組織的核心人力，

在薪資計算方式以時間或契約為準之下，獲得收入通常較低。再加上他們難以得

到企業提供的退休金、勞健保、資遣費等福利，因此本身已經屬於勞動市場邊陲

的工作者，並且這類的工作機會甚至日益增多(Jensen and Slack 2003; 李健鴻 

2011; 門倉貴史 2008)。我國的研究更發現，典型與非典型雇用型態形成區隔的

勞動市場，即使非典型工作者尋找下一份工作，也比較可能繼續從事非典型勞動

(柯志哲、張珮青 2014)。因此，非典型工作者無論現在或未來，都可能面對類

似的就業環境，新工作的品質也較為相同。本研究據此推論，非典型工作者比較

不會認為難以找到相等的工作型態。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在工作不安全感的第二個層面上，典型員工的困境可能

比非典型工作者更高。雖然典型員工可能自願轉職或非自願離職，他們要在勞動

市場上找到相等工作的困難程度，仍比非典型工作者更不容易。因此，我們提出

第五個研究假說： 

H5：相對於典型正職員工而言，非典型工作者預期的尋找相似工作困

難度比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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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本章討論，我們將本研究的五個假說整理如「表二」。在接下來的研究

方法章節中，我們將說明本研究的資料來源、各個變項的設定方式、並提出適合

的分析方法，逐一檢驗各個假說是否成立。 

 

表二  本研究之研究假說列表 

編號 探討面向 假說內容 

H1 

低度就業 

非自願工作狀態 

相對於典型正職員工而言，非典型

工作者非自願從事目前工作的機率

更高。 

H2 薪資過低 
相對於典型正職員工而言，非典型

工作者薪資過低的機率更高。 

H3 教育與職業不相稱 

相對於典型正職員工而言，非典型

工作者更有可能面臨教育與職業不

相稱，也就是過度教育機率更高。 

H4 

工作不安

全感 

失去工作可能性 

相對於典型正職員工而言，非典型

工作者預期自己會失去工作的機率

更高。 

H5 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 

相對於典型正職員工而言，非典型

工作者預期的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

比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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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資料來源 

  本研究使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與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調查研究專題

中心，在 2015 年執行的七期一次「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工作與生活組」(以

下簡稱變遷調查)為資料來源。此計畫的主持人為傅仰止教授，並由張晉芬教授

擔任本次工作與生活組的問卷召集人，以及杜素豪教授擔任研究方法小組的共同

主持人。變遷調查的抽樣母體是在臺灣地區具有國籍且設有戶籍，年齡在 18 歲 

(含)以上的民眾，並採用分層多階段 PPS 抽樣法(stratified multi-stage 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sampling)，依照鄉鎮市區、村里、人之三階段進行等距取樣。

調查結果的總樣本數共計 2,031 份，粗完訪率為 50%，扣除根據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ic Opinion Research (AAPOR)定義的不合格受訪者，校正後的

完訪率為 51%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2016: 21)。經過不等機率抽樣(unequal 

selection probabilities)權值進行加權後樣本代表性檢定，結果顯示抽出樣本與母體

特徵均無顯著差異，因此這份樣本具有全國代表性(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2016: 13)。11此外，由於回答工作身分的人數總共 1,933 位，扣除 636 位現在沒

有工作、97 位雇主、173 位自我雇用者，本次的受雇者樣本共計 1,027 人。12
 

  本次變遷調查延續 2005 年第一次「工作與生活組」問卷，並納入 2015 年國

際社會調查計畫(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的「工作取向」題組，及

2014 年東亞社會調查(East Asia Social Survey)的「工作生活」核心題組。在我國

所有的勞動調查中，變遷調查有三個優勢，使其成為最適合本研究的分析樣本。

首先，變遷調查是國內少數涵蓋多種非典型雇用型態，並區分受訪者屬於全職或

兼職的問卷，因此不僅可以比較典型與非典型雇用關係的差異，也能釐清非典型

                                                      
11

 唯需特別註明的是，變遷調查的地理區域並未包含福建省金門縣和連江縣，受訪民眾也沒有

涵蓋軍事單位、醫院、療養院、學校、職訓中心、宿舍、監獄等機構內之居民及通緝犯(中央研

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2016: 6)，因此調查結果主要適用於臺灣本島的民間人口。 
12

 然而，由於不同的變項還存在不知道、不適用、拒答、跳答等遺缺值(missing values)。因此，

後續的分析結果將因為不同的模型而有不同的樣本數，我們會在之後的章節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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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群體異質性；其次，相較於 2005 年的同主題第一次調查問卷，本次變遷調查

有詢問受訪者從事目前工作的意願，同時請他們主觀評估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的程

度，如此更能幫助我們探討不同雇用型態的低度就業狀況；最後，變遷調查涵蓋

豐富的人口統計特徵、工作內容、組織狀況、工作品質等資料，因此可以在通盤

考量多種干擾因子(confounding factors)之下回答本研究的問題。 

 

第二節  變項衡量 

(一) 依變項 

本研究第一階段的依變項是「低度就業」，但在說明變項操作化之前，我們

要先釐清兩種方法論的考量。首先，如果我們依照「勞動力運用架構」的指引，

會將低度就業設立為彼此互斥並具有先後次序的變項(Hauser 1974)，過去使用這

個架構的研究也大多這麼操作(Jensen and Slack 2003)。然而，低度就業在本質上

卻彼此相關，類別之間的先後順序也並非絕對成立。例如一位剛出社會的大學畢

業生，因為找不到全職工作而先到便利商店打工，他可能非自願從事部分工時，

也可能發生教育與職業不相稱(Edgell 2009: 150)。如果我們依照 Hauser(1974)的

原始構想，將無法探討低度就業隱藏的關聯性，也忽略對於工作者來說，他們認

為比較嚴重的問題可能是過度教育等等，在勞動力運用架構中位階較低的類別。

因此，為了比較彼此互斥(mutually exclusive)與彼此相依(mutually dependent)兩種

操作方法的差異，以及設定或不設定次序造成的影響，我們建立兩種依變項進行

討論。依序說明如下。 

 

1. 低度就業（互斥分類） 

第一種低度就業的依變項主要遵循勞動力運用架構，設立為彼此互斥並具有

先後次序的變項。這個變項主要分為適當就業、非自願工作狀態、薪資過低、教

育與職業不相稱，總共有四個類別，為名目尺度的類別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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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說明互斥變項的設定過程。首先，我們檢視受訪者的就業狀態，並排除

工作狀況為「高齡、身心障礙、生病不能工作」、「已經退休」、「沒有工作，待業

中」、「家庭主婦/料理家務且沒有工作」、「學生/進修在學且沒有工作」、以及「服

義務役」的受訪者；此外，本研究也排除每週工時在 15 小時以下的「無酬家屬

工作者」(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5)，以符合「勞動人口」的嚴謹定義，再根據剩

下的受訪者編列他們的就業狀態。其次，本文依據受訪者是否希望從事別的工作

當成「工作意願」的代理變項；題目的原始問項為「請問您同不同意下面這些說

法？a.我會希望做不同於現在這份工作的事情。01 非常同意；02 同意；03 既不

同意也不反對；04 不同意；05 非常不同意」，筆者將本題回答 01 或 02 的受訪者

編碼為「非自願工作狀態」。第三，本研究首先觀察受訪者的每月工作收入，題

目原始問項為「請問您平均每個月稅前的工作收入差不多是多少？(含兼差，包

括薪資、年終獎金、年節分紅、加班費、執行業務收入、自營收入等)」，答項為

「(01)沒有工作；(02)有工作，但沒有收入；(03) 1 萬元以下；(04) 1-2 萬元以下…… 

(23) 20-30 萬元以下；(24) 30 萬元以上」，筆者將回答 01 者編碼為遺缺值，將回

答 02 者編碼為 0，接著依序取各組中點，最後一類則直接編碼為 30（萬元）；然

後，筆者再將受訪者的每月工作收入除以平均每週工作時數的 4.3 倍，轉換成時

薪收入；接著，筆者檢視整體樣本的薪資分配狀況，並計算時薪分配的最低 20%

閾限數值（約為 116.279 元），將低於此水準者編碼為時薪的「薪資過低」(參考

Kalleberg et al. 2000)。第四，我們檢視受訪者自評的教育與工作相符程度，題目

的原始問項為「您認為您的教育程度符合您現在的工作要求嗎？(01)我的教育程

度符合工作要求；(02)我的教育程度高於工作要求；(03)我的教育程度低於工作

要求」，本研究將回答(02)者編碼為「教育與職業不相稱」。最後，在依序編輯完

上述類別後，剩下的受訪者全部歸類為「適當就業」。 

以上作法完全符合勞動力運用架構的精神，運用「排除法」並按照低度就業

的嚴重程度，從高到低依序分類受訪者的就業狀態，在前面被歸類過的受訪者就

不會在後面的類別重複計算(蔡憲唐、韋伯韜 200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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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低度就業（相依分類） 

在第二種依變項中，我們將三個低度就業類別視為彼此相依，不排除重複的

樣本；此外，我們也不設定低度就業的先後次序，讓三者具有相同權重。然而，

當我們檢視低度就業的三個原始指標，由於 Cronbach's alpha 值過低(0.1188)，無

法形成合併指標；因此，我們參考 Kalleberg et al.(2000)的作法，計算每位受訪者

面臨幾種低度就業的面向，藉以分析低度就業的發生狀況。 

在變項的設定上，本研究將「工作意願」的類別 01（非常同意）和類別 02

（同意）視為發生，其他視為沒有發生；然後觀察受訪者的時薪，將低於薪資分

配的最低 20%閾限數值者視為發生，高於者視為沒有發生；再將自評的教育與工

作相符程度的類別 3（教育程度高於工作要求）視為發生，其他視為沒有發生。

接下來，我們加總每位受訪者在三個面向的次數，如果三者都發生為 3 次、發生

任兩者為 2 次、只發生任一者為 1 次，都沒有發生為 0 次，這是一種次數類型的

資料(count data)。 

 

 為了方便讀者理解本研究的依變項，我們先將「低度就業」的兩種類型整理

如表三。 

 

表三  低度就業的依變項設定 

編號 變項類型 測量內容 

1 多類別名目變項 
四種就業狀態的類別，包含適當就業、非自願

工作狀態、薪資過低、教育與職業不相稱。 

2 次數變項 
受訪者在低度就業的三種類別中，面臨幾種面

向，可能的數量從 0 次到 3 次。 

 

接下來，第二階段主要探討勞動者的工作不安全感，並分成「失去工作可能

性」以及「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兩種面向。以下依序說明變項的設定方式。 



doi: 10.6342/NTU201702412

34 

 

1. 失去工作可能性 

我們使用受訪者對於「工作是否有保障」的知覺，作為第一種工作不安全感

的代理變項。Green(2013: 140-142)發現直接詢問安全感的測量結果，與失去工作

的風險相當一致，Anderson and Pontusson(2007)也使用國際社會調查詢問「工作

是否安全」的題目探討失去工作可能性，因此，本研究相信這種測量方式具有信

度與效度。題目的原始問項為「請問您同不同意下面關於您工作的說法：a.我的

工作有保障。01 非常同意；02 同意；03 既不同意也不反對；04 不同意；05 非

常不同意」，我們保留量表的原始順序，分數越高代表失去工作的可能性越大，

這是一個序列尺度的類別變項。 

 

2. 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 

工作不安全感的第二個面向探討失去工作的成本，並主要詢問受訪者是否可

能找到與目前一樣好的工作。題目的原始問項為「對您來說，您認為要找到至少

跟現在一樣好的工作容不容易？(01)很容易；(02)還算容易；(03)不容易也不難；

(04)有點難；(05)很難」，由於我們在〈附錄一〉說明的原因，我們合併類別(01)

到類別(03)為 1 分，類別(04)為 2 分，類別(05)為 3 分。分數越高代表找到相似工

作的困難度也越大，這是一個序列尺度的類別變項。鑒於過去研究都利用與這個

題目類似的指標，來測量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如 Anderson and Pontusson 2007; 

Green 2013: 138-139; Kalleberg 2011: 99)，因此我們相信使用本題是有效度的。 

 

表四  工作不安全感的依變項設定 

編號 變項名稱 變項類型 測量問項 

1 失去工作可能性 
序列量表 

（1-5 分） 

請問您同不同意下面關於您工作的

說法：a.我的工作有保障。 

2 
尋找相似工作困

難度 

序列量表 

（1-3 分） 

對您來說，您認為要找到至少跟現在

一樣好的工作容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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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變項 

1. 雇用型態（粗分類） 

本研究的主要自變項為「現在的雇用型態」，問卷原始題項為「請問您現在

主要的工作屬於下列哪一種？(01)長期正式編制人員；(02)定期契約人員（含約

聘、約雇、特約、委任）；(03)臨時人員(含暫雇、工讀、代班（課）等形式)；(04)

人力派遣人員或外包（或承包）人員；(05)自己是老闆；(06)自己一人工作，沒

有雇用其他人；(07)現在沒有工作」。我們首先將(05)到(07)編碼為遺缺值，然後

將剩下四種類別分為「正職人員」與「非典型人員」兩類，正職人員即為答項的

「(01)長期正式編制人員」，非典型人員即為答項的(02)到(04)類別。此外，本研

究也參考受訪者的工時狀況，如果受訪者的雇用型態是正職人員，但目前的工時

狀況是「學生/進修在學且有工作」、「不固定(打零工)」、「有兼職工作」，我們便

將他們視為接近典型正職工作的「長期部份工時工作者」，並列入非典型人員的

類別(Kalleberg 2003: 161)。正職人員與非典型人員都以二元類別變項表示，並將

「是」編碼為 1，「否」編碼為 0。 

 

2. 雇用型態（細分類） 

為了探討非典型雇用關係的異質性，本研究再將現在的雇用型態細分類為正

職人員、組織雇用非典型、市場雇用非典型等三類。「組織雇用非典型」包含上

述的長期部份工時工作者、定期契約人員、臨時人員，即為 Atkinson(1984, 1987)

定義的邊陲員工。「市場雇用非典型」則包含人力派遣人員或外包人員，也就是

Atkinson (1984, 1987)定義的「外部工作者」。這三個自變項都以二元類別變項表

示，並將「是」編碼為 1，「否」編碼為 0。 

 

(三) 控制變項 

由於不同雇用型態的工作者面臨的勞動市場結果，同時會受到個人特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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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職務特徵、職業與產業等等影響(Fullerton and Wallace 2007; Li et al. 2015; 

Kalleberg et al. 2000)。因此，本研究分別將這些變項納入研究考量，避免自變項

與依變項出現虛假關係(spurious relationship)。這裡依序說明如下。 

 

1. 個人特徵 

影響工作者的就業狀態與工作不安全感的個人特徵，主要包含性別、年齡、

教育年數、婚姻狀態、及工作年資，因此本研究同時探討這些個人特性變項。 

(1) 性別：主要分成男性與女性兩個類別，並以二元類別變項表示，我們將「女

性」編碼為 1，「男性」編碼為 0。 

(2) 年齡：本研究將調查年份（2015 年）減去受訪者的出生年次，得到其年齡，

這是一個等比尺度(ratio scale)的連續變項。 

(3) 教育年數：我們使用受訪者實際填答的正式教育年數，題目原始問項為「從

國小一年級算起，請問您總共受幾年的學校教育？」，這是一個等比尺度的

連續變項。 

(4) 婚姻狀態：由於有沒有伴侶將影響受訪者如何選擇工作，以及他們對於工作

品質的感受，本研究也將其納入考量。題目的原始問項為「請問您目前的婚

姻狀況是？(01)單身且從沒結過婚；(02)已婚且與配偶同住；(03)已婚但沒有

與配偶同住；(04)同居；(05)離婚；(06)分居；(07)配偶去世」，本研究將答項

(02)、(03)、(04)編碼為 1，視為「有伴侶」，再將答項(01)、(05)、(06)、(07)

編碼為 0，視為「沒有伴侶」，以二元類別變項表示。 

(5) 工作年資：我們主要探討受訪者在特定雇主底下的工作資歷，題目原始問項

為「請問您在現在(以前)這家公司（或機構）工作多久了？__年__月」，筆者

首先將月份除以 12，然後與年份相加，形成等比尺度的連續變項。13
 

 

                                                      
13

 在既有研究中，有些研究者(如 Fullerton and Wallace 2007)會加入工作年資的平方項，以掌握

可能的非線性效果。然而，在我們的實際測試中，大部份的模型納入平方項之後，無論一次項或

二次項都沒有顯著效果。因此，我們只加入工作年資的一次項，以節省模型的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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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和職務特徵 

由於工作環境也會影響勞動者是否面臨低度就業，以及他們的安全感受，因

此我們也探討組織規模、是否參與工會、與部門別可能產生的效應。 

(1) 組織規模：配合變遷調查的問卷設計，本研究以工作場所內的員工人數代表

組織規模。題目原始問項為「請問在您現在的工作單位（或場所）裡，總共

有多少員工？(01)1 人；(02)2~4 人；(03)5~9 人；(04)10~29 人；(05)30~99

人；(06)100~299 人；(07)300~499 人 ；(08)500~999 人；(09)1,000~1,999 人；

(10)2,000~9,999 人；(11)10,000 人或以上」，雖然根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發布

的《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中小企業應該比較適當地定義為「經常僱用員工

數未滿二百人者」(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2016: 239)，但由於問卷題目的限制，

我們將答項(01)到(05)編碼為 1，也就是將「中小企業」的員工數設定在 100

人以下，避免把其規模過度擴張，然後將答項(06)到(11)編碼為 0，視為「大

企業」，以二元類別變項表示。 

(2) 參與工會：由於是否參與工會將影響工作者落入低度就業的可能性，與他們

的安全感受，因此我們也探討「參與工會」的效果。題目原始問項為「請問

您現在（或以前）有沒有加入工會？(01)現在有；(02)以前有，但現在沒有；

(03)從沒加入」，我們將答項(01)編碼為 1，代表「有參與工會」，然後將答項

(02)與(03)編碼為 0，也就是「目前沒有參與工會」，以二元類別變項表示。 

(3) 部門別：由於實際上樣本分布的考量，我們主要探討受訪者是否受雇於私部

門。題目的原始問項為「請問您現在(以前)是老闆還是員工？(01)自己當老闆

(包括與配偶或合夥人)，而且有雇用別人；(02)自己一人工作(包括與配偶或

合夥人)，沒有雇用別人；(03)幫家裡工作，有拿薪水；(04)幫家裡工作，沒

有拿薪水；(05)為私人雇主或私人機構工作；(06)為公營企業工作；(07)為政

府機構工作；(08)為非營利(或非政府)組織工作；(09)為別人工作，沒有固定

雇主；(10)家庭代工」，我們將答項(01)和(02)編碼為遺缺值，以符合本研究

的研究對向，再將(03)到(05)、(09)、和(10)編碼為 1，代表「私部門」，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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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06)到(08)編碼為 0，代表「公部門或第三部門」，以二元類別變項表示。 

 

3. 職業與產業 

在當代社會學研究中，職業被視為個人社會階層的最佳代理變項，對於人們

的日常生活及生命機會都造成深遠影響。因此，即使研究者沒有將職業當成主要

探討標的，通常仍會納入為控制變項(黃毅志 1998)。此外，不同產業也會影響

工作者的勞動市場結果，特別是服務業的成長更加劇當代工作品質的兩極化

(Kalleberg 2011:61-63)。因此，職業與產業有必要特別探討。再加上我們參考的

既有研究中，例如 Bernasek and Kinnear(1999)、De Jong and Madamba(2001)、

Giesecke(2009)、Kalleberg et al.(2000)、Marler et al.(2002)、顏敏娟、葉秀珍(1997)

等等，幾乎都會在分析中納入職業與產業，我們也將這兩者當成控制變項。 

(1) 產業：本研究根據《台灣地區行業標準分類表》的說明(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

究所 2016: 413-419)，將產業區分為編號 010 到 060 的「農林漁牧業」、編號

080 到 430 的「製造業」，以及編號 450 到 960 的「服務業」。這三個變項都

以二元類別變項表示，並將「是」編碼為 1，「否」編碼為 0。 

(2) 職業：為了恰當反映職業的社會階層意涵，並兼顧我國特有的職業類別，但

又考量統計模型的自由度問題；因此，我們參考黃毅志(2008)發展的「五等

社經地位量表」，並依照樣本數分佈，進行適當的併類。在此，我們將職業

區分成三個類別，分別涵蓋第五等級的行政主管及經理人員、專業人員，並

分類成「主管及專業人員」；涵蓋第四等級與第三等級的技術員及助理專業

人員、事務工作人員，並分類成「技術及事務人員」；涵蓋第二等級與第一

等級的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工及

組裝工、農林漁牧工作人員、非技術工及體力工，並分類成「基層勞工」。

這三個變項（主管及專業人員、技術及事務人員、基層勞工）都以二元類別

變項表示，並將「是」編碼為 1，「否」編碼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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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設計與分析方法 

 如同前文重複提到的，本研究的分析分成兩大部分，分別探討勞動市場的兩

股變化趨勢。第一階段的重點，在於釐清雇用關係與低度就業的關聯，第二階段

則討論雇用關係對於工作不安全感的影響。以下分別敘述兩個階段的研究設計，

並提出適合的分析方法。 

 

(一) 第一階段：雇用關係與低度就業的關聯 

我們首先使用「彼此互斥」的低度就業類型作為依變項，並使用不同的雇用

型態作為自變項，藉以比較典型與非典型雇用關係對於低度就業的影響。除了雇

用型態作為焦點自變項之外，本研究也逐步納入個人特徵、工作和職務特徵、職

業與產業等控制變項，形成巢狀模型結構(nested model)，確認自變項對於依變項

的影響效果保持顯著。由於依變項屬於多類別的名目變項，我們認為比較適合的

分析方法是多類別邏輯迴歸(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這種方法假定

各類別不具有次序，並將特定分類當成參考組，分別建立每個類別相對於參考組

的二元邏輯估計式(binary logit)，然後同時估計所有自變項對於每個二元邏輯的

影響效果(Agresti 2002; Long and Freese 2006)。在過去使用「勞動力運用架構」

的研究中，如 De Jong and Madamba(2001)也曾應用多類別邏輯迴歸，分析少數

族群及移民身分對於低度就業的影響。此外，為了確認多類別邏輯迴歸的獨立且

無相關假定(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 IIA)確實成立，也就是每個二

元邏輯估計式的勝算，不受到其他二元邏輯估計式是否發生的影響，我們參考

StataCorp.(2013: 2234)的建議，使用看似無相關估計式 (seemingly unrelated 

estimation; SUE)的 Hausman-McFadden test 進行檢驗。14
 

                                                      
14

 根據 Long and Freese(2006: 243-244)的討論，過去檢驗 IIA 的方法，主要有 Hausman-McFadden 

test(HM test)以及 Small-Hsiao test(SH test)等兩種方式。然而，這兩種方法各自存在不同的問題，

也時常產生不一致的結論。HM test 即使樣本數大於 1,000 位以上，仍無法估計出較佳的結果；

SH test 雖然在某些資料結構中，只要樣本數有 500 位就可以得到較佳結果，但在其他資料結構

中，即使樣本數更大也無法提供更好的結論。因此，Long and Freese(2006: 244)認為，這兩種檢

驗方法都不建議使用。為此，StataCorp.(2013: 2234)認為，以 SUE 為基礎的 HM test 將可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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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如同第二節的討論，我們也將三種低度就業視為「彼此相依」，並且

不設定類別之間的先後次序；藉以比較在鬆綁「勞動力運用架構」的假定之後，

對於分析結果造成什麼影響。在此，我們使用低度就業的「次數變項」作為依變

項，並重複與上面相同的分析，探討雇用關係對低度就業發生率的影響。由於依

變項屬於次數類型的資料(count data)，我們認為比較適合的分析方法是 Poisson 

regression (Long and Freese 2006: 349)。Poisson 迴歸透過可觀察的異質性

(observed heterogeneity)來估計參數 μ，並假定觀察的次數是從以 μ 為平均數的

Poisson 分配推導而來，這些次數只能是 0 或正整數(Long and Freese 2006: 356)。

此外，在使用 Poisson 迴歸之前，我們需要檢測次數變項是否存在變異數的過度

離散(overdispersion)問題。如果依變項的變異數大於平均數，則要改用負二項式

迴歸(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Long and Freese 2006: 372-374)。本研究參考

Long and Freese(2006: 376-377)的建議，透過概似比檢定(likelihood-ratio test)以及

模型比較的方式，檢驗負二項式迴歸的參數 α。 

 

(二) 第二階段：雇用關係對工作不安全感的影響 

如同我們在第一階段的做法，本研究將針對兩種工作不安全感的依變項－

「失去工作可能性」與「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分別建立兩個迴歸模型。焦點

自變項為不同的雇用型態，並逐步納入個人特徵、工作與職務特徵、職業與產業

等等控制變項，藉以比較典型與非典型雇用關係的不安全感差異。 

由於「失去工作可能性」是序列尺度的類別變項，我們認為比較適合的分析

方法是序列邏輯迴歸(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Agresti 2002; Long and 

Freese 2006)。雖然序列尺度的類別可以排出大小順序，但我們無法確認各類別

之間的距離是否相等，如果使用線性迴歸(linear regression model)將違反假設並

造成錯誤的結論(Long and Freese 2006: 183)。因此，我們採用分析序列變項時，

                                                                                                                                                        
傳統 HM test 的問題（例如因為違反漸進特性(asymptotic properties)而無法估計結果、只能檢驗

兩個估計式是否相等、估計式必須完全有效等等），並得到較為適當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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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使用的等比例勝算模型(proportional odds model)，其同時利用所有的累積邏

輯估計式(cumulative logits)，探討各個自變項對於依變項反應順序的影響。值得

注意的是，序列邏輯迴歸對每個累積邏輯估計式都會計算一個截距(intercept)，

但假設所有估計式的係數（β）都相等，也就是所謂的平行迴歸假定(parallel 

regression assumption)(Agresti 2002; Long and Freese 2006)。是故，為了確認「失

去工作可能性」符合等比例勝算模型的假定，我們使用 Wolfe and Gould(1998)

發展的近似概似比檢定(approximate likelihood-ratio test)進行檢驗。 

再者，由於「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也屬於序列尺度的類別變項，我們會先

採用 Wolfe and Gould(1998)的檢驗方法，探討是否能使用序列邏輯迴歸。當模型

違反平行迴歸假定時，通常有三種可能的因應方式(Fullerton and Wallace 2007)。

首先，我們可以放棄原始的序列尺度，改用不具有次序性的多類別邏輯迴歸。其

次，我們可以使用鬆綁平行迴歸假定的「概化序列邏輯迴歸」(generalized ordered 

logit)，其根據各個分割點(cut point)，產生分別的二元邏輯估計式，不同估計式

的係數不需要相等；然而，這種方法並未限定每個類別的預測機率介於 0 到 1

之間，因此可能產生超出範圍的機率值。最後，我們可以參考由 J.A. Anderson

提出的「定型邏輯迴歸」(stereotype logistic regression)。其採用定型邏輯估計式

(stereotype logit)，變項的係數(βs)透過共同因子(ϕ)變動（可以註記為 βs=ϕs*β），

故能允許不同估計式的係數存在差異，也不會製造超出範圍的預測機率。因此，

基於保持依變項原有的序列尺度，並確保估計的準確性，我們參考 Fullerton and 

Wallace(2007)的作法，在違反假定時使用「定型邏輯迴歸」進行分析。 

然而，在使用定型邏輯迴歸之前，我們還要處理三個重要議題，這裡依序說

明。首先，依變項的各類別要滿足可區辨性(distinguishability)，也就是不同類別

要能清楚區分(Long and Freese 2006: 286)。其次，我們需要考慮依變項的面向性

(dimensionality)，也就是需要幾條線性方程式來描述依變項與自變項的關係

(Anderson 1984)。在本研究中，面向的最大值為依變項之類別數減一，當我們採

用最大數值的面向時，即等同多類別邏輯迴歸(Long and Freese 2006: 291; L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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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第三，我們需要檢查依變項的類別，是否符合 ϕ1>ϕ2>ϕ3的次序關係，也

就是次序性(ordinality)的議題(Long and Freese 2006: 288-291)。關於上述議題的處

理結果，我們都會在〈附錄一〉進行詳細說明，提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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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不適當就業困境－雇用關係與低度就業 

 在本章開頭，我們首先檢視 2015 年「變遷調查」的受雇者樣本特性，以及

與主要變項的關係。其次，我們再探討「低度就業」相關的描述統計。接下來，

我們會呈現不同類型的迴歸分析結果，並檢驗第二章的研究假說是否獲得證實。

最後，以整個章節的初步結論來作結。 

 

第一節  整體樣本描述統計 

(一) 2015 年臺灣受雇者的就業概況 

我們首先檢視 2015 年「變遷調查」的整體勞動力狀況。在 2,031 份有效樣

本中，除了 1 位拒答之外，有 97 位受訪者從來沒有做過任何工作、636 位現在

沒有工作、97 位自己是老闆。扣除這些個案之後，整體的就業者共計 1,200 位。

如表五所呈現的，所有就業人口包含 757 位(63.1%)典型正職人員、10 位(0.8%)

長期部份工時人員、94 位(7.8%)定期契約人員、127 位(10.6%)臨時人員、39 位

(3.3%)人力派遣或外包人員、以及 173 位(14.4%)自我雇用人員。 

 

表五  2015 年臺灣就業人口之雇用型態 

雇用型態 
包含自雇者 排除自雇者 

人數(位) 比例(%) 人數(位) 比例(%) 

典型正職人員 757 63.10 757 73.70 

長期部份工時人員 10 0.80 10 1.00 

定期契約人員 94 7.80 94 9.20 

臨時人員 127 10.60 127 12.40 

人力派遣或外包人員 39 3.30 39 3.80 

自我雇用人員 173 14.40 
  

總計 1,200 100.00 1,027 100.00 

 

如果將「自我雇用者」列為非典型人員，則臺灣在 2015 年大約有 36.9%的

就業者從事非典型雇用型態。但若排除自我雇用者，只探討就業人口中屬於受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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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樣本，則在傳統雇用關係定義下的勞工共有 1,027 位。我們可以發現，非典

型人員大約佔整體受雇者的 26.3%，相當於四分之一的勞工從事非典型工作。 

此外，我們也檢視不同的非典型人力。屬於本研究定義的「組織雇用型」包

含長期部分工時人員、定期契約人員、臨時人員，總共有 231 位(22.6%)；「市場

雇用型」則主要是人力派遣或外包人員，共計 39 位(3.8%)。因此，臺灣的非典

型人員以 Atkinson(1984, 1987)定義的「邊陲群體」為主，「外部群體」則佔相對

較低的比重。 

 

(二) 樣本結構描述統計 

在表六中，我們呈現本研究在各階段的主要變項描述統計特徵。特別說明的

是，為了確保後續分析樣本的一致性，避免混淆「增減變項」以及「樣本結構改

變」造成的影響，我們參考 Long and Freese(2006: 79-80)的建議，將各個變項的

遺缺值予以刪除。在 1,027 位受雇者中，扣除 84 位分別在不同變項存在的缺漏

資訊後，總共有 943 位完整回答表六的全部問題。 

整體而言，受訪者的性別分布大致平均，男性只比女性高出四個百分點。此

外，受訪者的年齡主要集中在 25-54 歲的青年到中年之間，並以 25-34 歲的人口

最多，超過整體的四分之一。在教育年數方面，呼應我國近年高教擴張(林宗弘 

2015)，以受大學教育（教育年數=13-16 年）的人數最多，如果加上取得研究所

以上學位（教育年數=17-28 年）的受訪者，人數更超過整體樣本數的一半(約占

56.41%)。就工作年資而言，超過半數的受訪者在 5 年以下，並呈現依序遞減的

趨勢。這也呼應在勞動市場彈性化之下，員工對於特定雇主的依附程度逐漸降低

(Hollister 2011)。關於受訪者的婚姻狀態，超過一半都處在有配偶或同居的伴侶

關係中。從以上的個人特性來看，本次「變遷調查」的受雇者，主要屬於年紀較

輕、教育程度較高、工作年資較短、以及具有伴侶的工作者。 

 如果進一步比較雇用型態的差異，非典型人員以 15-24 歲的青年人口居多，

超過整體的四分之一；然而，相較於典型人員，也有較多的中高齡人口（5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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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從事非典型工作。此外，有七成的非典型人員年資在 5 年以下，教育年數

在 9 年以下者也偏多。因此，這份樣本的非典型人員，主要為青年、流動性高、

教育程度偏低。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樣本也呈現非典型人員以男性居多，

以及過半數沒有伴侶的樣貌，與既有研究(如王雅雲 2011)存在些許差距。 

 

表六  樣本結構描述統計 
     

變項名稱 
典型員工 非典型人員 合計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364 50.77 126 55.75 490 51.96  

    女性 353 49.23 100 44.25 453 48.04  

年齡 
      

    15-24 歲 50 6.97 60 26.55 110 11.66 

    25-34 歲 224 31.24 45 19.91 269 28.53 

    35-44 歲 214 29.85 28 12.39 242 25.66 

    45-54 歲 140 19.53 41 18.14 181 19.19 

    55-64 歲 78 10.88 39 17.26 117 12.41 

    65 歲以上 11 1.53 13 5.75 24 2.55 

教育年數 
      

    1-6 年 22 3.07 32 14.16 54 5.73 

    7-9 年 53 7.39 36 15.93 89 9.44 

    10-12 年 211 29.43 57 25.22 268 28.42 

    13-16 年 319 44.49 81 35.84 400 42.42 

    17-28 年 112 15.62 20 8.85 132 13.99 

工作年資 
      

    5 年以下 378 52.72 164 72.57 542 57.48 

    6-10 年 111 15.48 26 11.50  137 14.53 

    11-15 年 77 10.74 15 6.64 92 9.76 

    16-20 年 67 9.34 9 3.98 76 8.06 

    21-25 年 31 4.32 4 1.77 35 3.71 

    26 年以上 53 7.39 8 3.54 61 6.47 

婚姻狀態 
      

    沒有伴侶 309 43.1 126 55.75 435 46.13 

    同居或已婚 408 56.9 100 44.25 508 53.87 

組織規模 
      

    大企業 194 27.06 36 15.93 230 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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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企業 523 72.94 190 84.07 713 75.61 

參與工會 
      

    目前未參與 620 86.47 217 96.02 837 88.76 

    有參與 97 13.53 9 3.98 106 11.24 

部門別 
      

    公部門或第三部門 85 11.85 31 13.72 116 12.3 

    私部門 632 88.15 195 86.28 827 87.7 

產業別 
      

    農林漁牧業 14 1.95 7 3.10 21 2.23 

    製造業 300 41.84 78 34.51 378 40.08 

    服務業 403 56.21 141 62.39 544 57.69 

職業別 
      

    主管及經理人員 27 3.77 2 0.88 29 3.08 

    專業人員 77 10.74 22 9.73 99 10.5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 185 25.8 25 11.06 210 22.27 

    事務工作人員 126 17.57 25 11.06 151 16.01 

    服務工作及售貨員 99 13.81 47 20.8 146 15.48 

    農林漁牧人員 11 1.53 6 2.65 17 1.8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64 8.93 42 18.58 106 11.24 

    機械操作及組裝 95 13.25 18 7.96 113 11.98 

    非技術工及體力工 33 4.6 39 17.26 72 7.64 

註 1︰由於四捨五入的關係，百分比總計不一定為 100.00%。 

註 2：典型員工的人數為 717 人，非典型人員為 226 人，合計 943 人，為排除遺缺值的結果。 

 

 對於整體受雇者的工作與職務特徵，大多數的受訪者在中小企業內工作(約

75.61%)，反映臺灣的中小企業比例較高的現象(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2016: 51)。

然而，絕大多數的工作者目前都沒有參與工會(約 88.76%)，也顯示在新自由主義

擴張之下，工會勢力萎縮，受雇者缺乏集體保障的現狀(Kalleberg 2011: 84)。就

部門別而言，大多數的受訪者在私部門工作，占整體樣本的 85%以上。在產業別

方面，從事服務業的工作者約占整體的 57%左右，略高於平均值，其次為製造業

的 40.08%，顯示臺灣產業朝向服務業轉型的趨勢(Hsiao 2013)。從職業別分布來

看，整體以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較多，約佔 22.27%；其次為事務工作人員、

服務工作及售貨員，大約都佔 15%左右。此外，除了技藝工作人員、機械操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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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裝人員、及專業人員佔 10%-12%，其他職業分類都在 10%以下。整體來說，

2015 年「變遷調查」確實反映臺灣勞動市場的現況。 

 當我們再比較雇用型態的差異，非典型人員更明顯受雇於中小企業，比典型

人員高 12 個百分點，並幾乎無法參與工會(目前未參與=96.02%)，也有更高比例

(62.39%)在服務業工作。這些結果都反映臺灣在產業結構的轉變下，雇主以增加

非典型人力因應市場競爭(李建鴻 2011)。此外，非典型人員也有高於平均值的

人口，從事技藝相關工作(18.58%)、非技術工及體力工(17.26%)。這個結果呼應

柯志哲、張珮青(2014)的發現，非典型人員主要是教育程度及技能水準較低者。 

 最後，在主要變項中屬於連續變項者，基本的描述統計量如表七所示。 

 

表七  連續變項之描述統計量 
     

  典型人員 非典型人員 合計 

  平均值 標準差 樣本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樣本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樣本數 

年齡 39.67  11.28  717  39.50  15.96  226  39.63  12.55  943  

教育年數 14.05  3.28  717  12.11  3.92  226  13.58  3.54  943  

工作年資 9.04  9.35  717  5.34  8.69  226  8.15  9.32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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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低度就業的描述統計 

(一) 互斥分類 

在第一部份的描述統計中，我們參考主計總處的《人力運用調查》以及「勞

動力運用架構」的作法，藉由 Hauser(1974)發展的互斥分類架構，分析低度就業

佔受雇者的比例。從表八可以發現，就整體來看，超過一半的受雇者都屬於非自

願從事目前的工作，約佔全體的 55.44%；接續為 7.46%的工作者，時薪落在薪

資分配的最低 20%區間；以及 3.3%的受訪者認為，其教育程度高於目前職位的

需求。如果我們回頭觀察表一的主計總處資料，兩者呈現某些差異。在《人力運

用調查》中，2015 年只有 1.82%的人口非自願從事部分工時工作；接續為 5.20%

的工作者，即使工作時數已符合需求，所得卻低於節略點或基本工資。15
 

 當我們再比較雇用型態的差異，從表八的第一部份來看，典型與非典型人員

呈現相近的分布模式。兩者都以非自願工作狀態的比例為最高，其次是適當就業

的人口，再依序為薪資過低及過度教育。然而，無論就何種低度就業類型而言，

非典型人員的比例都高於典型人員；特別在過度教育方面，非典型工作者幾乎是

典型人員的兩倍。相對地，在適當就業分類中，典型人員也比非典型高出近十個

百分點。因此，我們或許可以初步推論，非典型人員在整體上，仍比典型人員更

容易面臨低度就業。如果我們再看到第二部份，有關非典型人員的細部差異，雖

然整體分布模式沒有改變，但兩種非典型卻面臨不同的低度就業議題。組織雇用

非典型的薪資過低及過度教育的比例，不僅大於典型人員，也比市場雇用非典型

及整體平均更高；這個結果或許說明，組織雇用非典型的工作內容，主要偏向技

能水準及附加價值較低的型態，使得他們僅能獲取較低的薪資，並且無法將學校

教育的所學應用到日常工作活動。相對地，市場雇用非典型卻面臨更大的非自願

工作狀態，其比例大幅高於組織雇用非典型及典型人員，更比整體平均高出十一

                                                      
15

 由於本研究與主計總處的分類方式不同，再加上自 2005 年開始，《人力運用調查》不再發佈

「教育與職業不相稱」的資料，使得兩者難以比較。因此，我們僅說明兩種分類方式有差距；以

及從「薪資過低」的結果來看，我們與主計總處的差異僅為 2%左右，顯示兩者也有一定程度的

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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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百分點；由於市場雇用與組織雇用非典型的最大差異，在於派遣或外包公司等

第三方機構，介入雇主與勞工之間的雇用關係，因此，這樣的介入可能對於受雇

者的工作意願產生某些影響，我們將在後續進行檢證。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到

初步結論，典型人員的適當就業程度比非典型更高，而組織雇用非典型主要面臨

薪資過低、過度教育的問題，市場雇用非典型則比較容易非自願工作。 

 

表八  低度就業之交叉列聯表（互斥分類） 
  

  非自願工

作狀態 
薪資過低 過度教育 適當就業 合計 

  

【第一部份】 
     

典型人員 
     

    次數 390 48 20 258 716 

    百分比 54.47 6.70 2.79 36.03 100.00 

非典型人員 
     

    次數 130 22 11 59 222 

    百分比 58.56 9.91 4.95 26.58 100.00 

【第二部份】 
     

典型人員 
     

    次數 390 48 20 258 716 

    百分比 54.47 6.70 2.79 36.03 100.00 

組織雇用非典型 
     

    次數 110 20 10 52 192 

    百分比 57.29 10.42 5.21 27.08 100.00 

市場雇用非典型 
     

    次數 20 2 1 7 30 

    百分比 66.67 6.67 3.33 23.33 100.00 

【合計】 
     

    次數 520 70 31 317 938 

    百分比 55.44 7.46 3.30 33.80 100.00 

註：【第一部份】的卡方檢定結果為 χ
2
=9.7255, Pr>χ

2
=0.021，因此，在 95%（α=0.05）的信心

水準下，我們可以拒絕雇用型態與低度就業彼此獨立的虛無假設，兩個變項具有顯著關聯，也

代表典型與非典型在就業狀態上確實存在差異。此外，由於【第二部份】的市場雇用非典型，

有兩個細格的數值小於 5，因此，卡方檢定結果無效(林惠玲、陳正倉 2014: 451)，我們便嘗試

費雪精確檢定(Fisher’s exact test)。檢驗結果的 p 值為 0.069，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但如果

將統計顯著水準放寬至 α=0.10，則細分類的雇用型態仍與低度就業存在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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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依分類 

為了掌握低度就業面向的潛在關聯(Edgell 2009)，本研究也參考 Kalleberg et 

al.(2000: Table 4)的呈現方式，在表九提供低度就業的相依分類及平均次數等敘述

統計結果。 

 

表九  低度就業之發生比例（相依分類） 
    

  非自願工作狀態 薪資過低 過度教育 
平均次數 

  次數 比例 次數 比例 次數 比例 

【第一部份】 
        

典型人員 390 54.78 100 14.22 87 12.25 0.82 

非典型人員 132 58.93 60 28.30 49 22.27 1.13 

【第二部份】 
        

典型人員 390 54.78 100 14.22 87 12.25 0.82 

組織雇用非典型 112 57.73 56 30.43 43 22.40 1.44 

市場雇用非典型 20 66.67 4 14.29 6 21.43 1.04 

【合計】 
        

整體次數 522 55.77 160 17.49 136 14.62 0.89 

註：關於各項比例的分母，主要是由該類別的樣本數，扣除此類的遺缺值。非自願工作狀態

為 936 位，薪資過低為 915 位，過度教育為 930 位，平均次數則為 898 位。 

 

從非自願工作狀態來看，由於這是勞動力運用架構第一個分析的類別，在沒

有任何樣本因為與其他類別重複而被排除之下，兩種分類方式沒有太大差異，平

均都有 55%的受訪者想從事不同於目前工作的事情。但在薪資過低的類別中，包

括非自願工作重複的樣本在內，則大約有 17.49%的受雇者，時薪落在薪資分配

的最低 20%區間，平均約每五個人就有一人時薪低於 116.28 元。當我們再參考

2014 年開始實施的基本工資，每小時為 115 元(勞動部 2016)；再下一次的基本

工資調整，則是 2015 年 7 月 1 日開始實施的每小時 120 元。因此，從本次「變

遷調查」的結果來看，大約有五分之一的受雇者，收入低於基本薪資水準，突顯

低薪問題的嚴重性(洪敬舒 2014)。此外，對於過度教育議題，在沒有排除非自

願工作狀態及薪資過低的重複樣本下，大約有 14.62%的受訪者認為自己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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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高於工作要求，這個數據比互斥分類高出約 11%。最後，當我們將以上三種

類別視為分別的事件，並計算每位受訪者可能面臨幾種低度就業的面向時（範圍

從零次到三次，從完全不會發生，到三種低度就業都發生），則每位受雇者平均

會發生 0.89 次的低度就業事件，相當於所有工作者都可能面臨任一種低度就業

狀態。 

當我們再比較雇用型態的差異，相依分類的結果也與互斥分類很相似。典型

與非典型人員都以非自願工作狀態佔最高的比例，其次為薪資過低，再來才是過

度教育。表九的平均次數更凸顯典型與非典型的差距，典型人員的低度就業平均

次數大約是 0.82 次，但非典型人員卻達到 1.13 次，比全體受雇者的平均次數還

高出 0.24 次，顯示非典型的低度就業發生率明顯較高。此外，如果我們再看到

第二部份的細部差異，相依分析和互斥分析也呈現有趣的異同。組織雇用非典型

仍面臨比較大的薪資過低及過度教育，其比例也明顯高於整體平均；更重要地，

組織雇用非典型的平均次數高達 1.44 次，顯示其低度就業發生率是所有雇用型

態中最高者，也再度確認我們的推論，組織雇用非典型比較可能從事技能水準與

附加價值較低的工作。市場雇用非典型同樣面臨最高程度的非自願工作狀態，但

令人驚訝地，其過度教育的比例也高達 21.43%，和組織雇用非典型只差距一個

百分點。如此便說明，我們需要比較互斥分析與相依分析的結果，才能掌握低度

就業不同面向的關聯。 

 

 綜上所述，我們透過描述統計可以發現，2015 年臺灣受雇者主要面臨非自

願性的議題，超過一半的受訪者都希望從事與目前工作不同的事情，接下來才是

薪資過低以及過度教育。此外，我們也可以得知，比起典型人員而言，非典型人

員更容易發生低度就業，不同的非典型也面臨不同類型的議題。然而，描述統計

只能提供資料的初步面貌，我們仍需藉由迴歸分析及統計控制的方式，才能確認

變項之間的關聯。我們將在下一節進行詳細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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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低度就業的迴歸分析 

 為了探討臺灣工作者面臨的低度就業議題，並比較不同操作方法的差異，我

們將依序檢驗「互斥分類」與「相依分類」的迴歸分析結果。此外，我們也將雇

用型態分成「粗分類」與「細分類」等兩種類型進行討論。粗分類僅包含典型正

職人員與非典型人員，在此的非典型人員是個總稱，涵蓋組織雇用與市場雇用等

兩種狀況。細分類則包含典型正職人員、組織雇用非典型、與市場雇用非典型等

三種狀況。我們將藉由這兩種類型，討論就整體而言，典型與非典型人員的低度

就業程度差異，並比較不同非典型雇用型態的異質性。 

 

(一) 低度就業（互斥分類） 

1. 互斥分析：自變項為雇用型態的「粗分類」 

在第一種低度就業分析中，扣除依變項與自變項的遺缺值之後，整體模型樣

本數為 938 位。根據〈附錄一〉的檢驗結果，我們使用多類別邏輯迴歸，以「適

當就業」為參考組，據此解釋目前雇用型態為典型或非典型的工作者，面臨非自

願工作狀態、薪資過低、過度教育等三種低度就業的機率差異。 

模型逐步加入四組自變項，第一組是雇用型態的粗分類變項，分為典型正職

工作者、非典型工作者兩類，以典型工作者為參考組。第二組自變項是與工作者

個人特徵有關的控制變項，包含性別、年齡、教育年數、婚姻狀態、工作年資，

性別以男性為參考組，婚姻狀態以沒有伴侶為參考組。第三組自變項是與工作和

職務特徵相關的變項，包含組織規模、是否參與工會、部門別，組織規模以大企

業為參考組，部門別以公部門及第三部門為參考組。第四組自變項是職業與產業

變項，產業變項以製造業為參考組，職業變項以技術及事務人員為參考組。 

本研究假設納入的自變項對於低度就業造成影響，因此，迴歸係數的正負向

便能讓我們檢驗，相對於「適當就業」，不同類型的自變項比較可能或不可能面

臨三種低度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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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顯示逐步加入所有自變項的結果。我們首先看到只加入雇用型態變項的

模型一，在 95%的信心水準下（α=0.05），相對於典型正職工作者，非典型工作

者可能面臨三種低度就業。但是逐步加入其他控制變項之後，薪資過低的係數便

不再呈現顯著，只有非自願工作狀態及過度教育維持穩定的正向關聯。因此，我

們可以發現，2015 年臺灣的非典型工作者比較有可能面臨非自願工作狀態以及

過度教育等兩種低度就業問題，驗證本研究的研究假說 H1 及 H3。然而，由於

薪資過低係數不顯著，我們便無法證明本研究的 H2 假說。 

 針對雇用型態的分析結果，我們認為，非典型工作者由於被迫接受目前的雇

用型態，故更希望從事不同於目前這份工作的事情(Hardy and Walker 2003; Hsiao 

2013; 辛炳隆 2011)。在薪資過低方面，雖然推翻我們的研究假設，但與部份的

研究相互呼應，我們留待〈第六章〉的討論再做說明。在過度教育方面，由於非

典型人員在客觀上隨著工作不斷移動，以及在主觀上反映出短期雇用的性質與外

來者的形象，令他們更容易經歷教育與職業不相稱(Connelly et al. 2011)。 

在個人特徵方面，相較於適當就業，女性比起男性更容易薪資過低，但較不

容易面臨過度教育，因此反映性別不平等的差異待遇(張晉芬、杜素豪 2012)。

年齡越大的受訪者，非自願從事目前工作以及薪資過低的機率較低。教育年數越

高者，面臨非自願工作及過度教育的機率也越高，但薪資過低的機率比較低。另

外，相對於沒有伴侶者，已婚或同居的受訪者比較不容易非自願從事目前工作，

也不容易面臨薪資過低。最後，工作年資越長者，面臨薪資過低的機率也較高；

如果將統計顯著水準放寬至 α=0.10，工作年資對於過度教育存在負向關聯。由於

我們的薪資過低以時薪為標準，因此，當工作年資越長卻越容易薪資過低，16便

可能反映雇主沒有將獲利妥善分給受雇者(洪敬舒 2011)，使得年資並未與時薪

成正比；或是因為我國職場存在超時過勞現象(李建鴻 2011)，抵銷年資帶來的

薪資成長效果，使得勞動報酬除以工作時間的結果更加低廉。 

                                                      
16

 除了本研究提出的兩種解釋，讀者可能會懷疑，工作年資是否存在二次項的非線性效果？然

而，如同我們於「註 13」的說明，在實際測試中，模型納入平方項之後，無論一次項或二次項

都沒有顯著影響。因此，我們只加入工作年資的一次項，以節省模型的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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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低度就業的多類別邏輯迴歸分析（粗分類） 

依變項 

       自變項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非自願工作 薪資過低 過度教育 非自願工作 薪資過低 過度教育 非自願工作 薪資過低 過度教育 非自願工作 薪資過低 過度教育 

非典型工作者 0.377* 0.695* 0.878* 0.469* 0.319 1.093* 0.490* 0.253 1.067* 0.499* 0.150 1.135* 

 
(0.176) (0.295) (0.402) (0.199) (0.335) (0.445) (0.201) (0.337) (0.457) (0.205) (0.342) (0.467) 

女性 
   

0.231 1.067*** -0.956* 0.220 1.027*** -0.979* 0.195 1.023*** -0.983* 

    
(0.150) (0.290) (0.451) (0.151) (0.294) (0.452) (0.158) (0.305) (0.464) 

年齡 
   

-0.0374*** -0.0382* 0.00651 -0.0366*** -0.0360* 0.00736 -0.0329*** -0.0225 0.0143 

    
(0.00892) (0.0155) (0.0209) (0.00898) (0.0156) (0.0212) (0.00924) (0.0161) (0.0216) 

教育年數 
   

0.0435+ -0.264*** 0.203*** 0.0611* -0.227*** 0.216*** 0.101** -0.110+ 0.294*** 

    
(0.0248) (0.0503) (0.0530) (0.0265) (0.0530) (0.0565) (0.0326) (0.0619) (0.0712) 

有無伴侶 
   

-0.352* -0.697* -0.00737 -0.356* -0.711* 0.0119 -0.316+ -0.671* 0.0953 

    
(0.173) (0.316) (0.461) (0.173) (0.320) (0.462) (0.174) (0.333) (0.467) 

工作年資 
   

0.00163 0.0348* -0.0566+ 0.00681 0.0426* -0.0562+ 0.00716 0.0440* -0.0578+ 

    
(0.0102) (0.0163) (0.0319) (0.0106) (0.0166) (0.0330) (0.0108) (0.0176) (0.0335) 

中小企業 
      

0.155 1.518** 0.578 0.0800 1.235* 0.435 

       
(0.178) (0.553) (0.493) (0.181) (0.558) (0.502) 

參與工會 
      

-0.211 -1.093 0.106 -0.192 -0.958 0.169 

       
(0.235) (0.757) (0.606) (0.236) (0.768) (0.608) 

私部門 
      

0.314 0.110 -0.115 0.309 0.0803 -0.211 

       
(0.241) (0.579) (0.545) (0.249) (0.601) (0.571) 

農林漁牧業 
         

1.014 1.304 1.368 

          
(0.679) (0.814) (1.251) 

服務業 
         

0.184 0.643* 0.0259 

          
(0.167) (0.322) (0.442) 

主管及專業人員 
         

-0.543* -0.822 -1.212+ 

          
(0.243) (1.088) (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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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勞工 
         

0.218 1.607*** 0.205 

          
(0.193) (0.434) (0.485) 

常數項 0.413*** -1.682*** -2.557*** 1.375* 2.684* -5.047*** 0.699 0.780 -5.621*** -0.0955 -2.369 -6.805*** 

 
(0.0803) (0.157) (0.232) (0.551) (1.046) (1.196) (0.684) (1.386) (1.530) (0.780) (1.553) (1.721) 

Pseudo R
2
 0.005 0.093 0.103 0.121 

χ
2
 9.608* 174.9*** 192.9*** 226.6*** 

樣本數 938 938 938 938 

註 1：括號內為標準誤。 
           

註 2：+ p<0.10 * p<0.05 ** p<0.01 *** p<0.001 （雙尾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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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特徵方面，相較於大企業，在中小企業工作者更容易面臨薪資過低。

這也呼應張晉芬、杜素豪(2012)的發現，由於大企業傾向遵循正式管理制度，敘

薪過程也較為平等；因此，任職的組織規模越大，對於薪資有正面影響。此外，

是否參與工會和部門別，對於三種低度就業的影響都不顯著。 

對於產業結構而言，相較於製造業，服務業更容易面臨薪資過低，反映既有

研究討論的成本弊病現象(李建鴻 2011)。對於職業結構而言，相較於技術及事

務人員，主管及專業人員比較不容易面臨非自願工作，如果將統計顯著水準放寬

至 α=0.10，則主管及專業人員也不容易過度教育；此外，基層勞工更容易薪資過

低。如此便反映出，職業結構存在階層化的影響效果(黃毅志 1998)，無論工作

者的個人背景如何，只要位於職業結構的高位，就比較不容易面對非自願工作或

過度教育的低度就業問題；而屬於低階職業者，則容易獲得最低水準的薪資。 

 綜觀粗分類的分析過程，即使加入不同的自變數，相較於典型正職工作者，

非典型工作者都更容易面臨非自願工作及過度教育，但較不容易發生薪資過低。

圖一的預測機率也再次證實這個結果，相對於適當就業(A)，非典型人員都更有

可能發生非自願工作(I)、過度教育(O)，但薪資過低(U)與適當就業的差異卻沒有

達到顯著。因此，從 I 與 O 的顯著影響來看，典型與非典型人員確實存在核心／

邊陲的區隔(Kalleberg 2003)，非典型工作者更容易面臨不平等的後果。 

 

 
圖一  雇用型態（粗分類）對於就業狀態的預測機率圖 

註：A 代表適當就業，I 代表非自願工作，U 代表薪資過低，O 代表過度教育。圖型上方的數值

為勝算比(odds ratio)，圖型下方的數值為模型係數。此外，直線相連的就業狀態，代表兩者差異

並未達到顯著；相對地，沒有直線相連的就業狀態，則代表彼此具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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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互斥分析：自變項為雇用型態的「細分類」17
 

 這部分的分析仍然想檢驗各組自變項對於低度就業造成的影響，而迴歸係數

正負項則是我們的主要判斷依據。表十一顯示逐步加入所有自變項的分析結果，

在 95%的信心水準下（α=0.05），從「非自願工作狀態」來看，比起典型正職工

作者，市場雇用非典型工作者更容易非自願從事目前的工作，從模型二到模型四

都維持穩定的正向顯著。如果將統計顯著水準放寬至 α=0.10，對於組織雇用非典

型工作者而言，也比較希望從事不同於目前工作的事情。然而，由於市場雇用非

典型的係數都穩定大於組織雇用非典型，因此，我們可以推論市場雇用非典型的

非自願程度更強。在「過度教育」方面，組織雇用非典型從模型一到模型四都維

持穩定的正向關聯，市場雇用非典型則都不顯著。這兩個變項的結果顯示，典型

與非典型之間確實存在明顯分野，非典型工作者更容易面臨兩種低度就業；除此

之外，組織雇用與市場雇用之間也呈現差異，組織雇用非典型比較容易發生過度

教育，市場雇用非典型則更容易面臨非自願工作。最後，由於「薪資過低」的效

果幾乎都不顯著，只有組織雇用非典型在模型一呈現正向關聯，係數也從模型一

到模型四不斷下降。因此，我們無法推論兩種非典型的影響效果。 

 針對兩種非典型的差異，我們認為，由於在 Atkinson(1984, 1987)的彈性企業

模式中，市場雇用非典型屬於最外層的勞動市場，面對更強烈的市場化及個體化

力量(Kalleberg 2011: 83)。因此，他們不僅對於非典型雇用型態不滿意，也更有

可能為了追求較好的職涯發展而離職。例如從 Kalleberg et al.(1997)的統計來看，

高達 95%的派遣工作者都希望離開人力派遣業，也有 80%以上的外包工作者想

離開外包公司，呼應我們的發現。對於薪資過低而言，這個結果同樣推翻我們的

研究假說 H2，這裡同樣留待〈第六章〉再作說明。對於過度教育而言，由於在

Atkinson(1984, 1987)的彈性企業模式中，組織雇用非典型主要從事日常性或重複

                                                      
17

 在細分類的討論中，有關樣本數、依變項的設定方式、統計方法、控制變項的表現等等，均

和「粗分類」相同，在此就不再贅述。此外，模型逐步加入的四組自變項也與「粗分類」相似，

僅在雇用型態變項中，我們納入雇用型態的「細分類」變項，並分為典型正職工作者、組織雇用

非典型、市場雇用非典型等三類，以典型工作者為參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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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在臺灣的高教擴張背景下(林宗弘 2015)，他們即使從學校獲得高階的

知識技能，卻因為雇用型態的限制，無法發揮在日常工作活動中。至於市場雇用

非典型則可能從事高度專業或單調乏味的工作，因此在兩種工作內容綜合之下，

令他們的教育與職業不相稱問題比較不明顯。 

 綜觀細分類的分析過程，我們發現將非典型人員分成兩種類型之後，迴歸結

果明顯反映非典型雇用型態的異質性(如 Benner 2002: 32; Kalleberg 2011: 76-77; 

柯志哲、張珮青 2014)。圖二的預測機率也再次證實這個結果，相對於適當就業

(A)，就組織雇用非典型（圖二上半部）而言，無論非自願工作(I)、過度教育(O)

的效果都相當鮮明，但薪資過低(U)與適當就業的差異卻沒有達到顯著；就市場

雇用非典型（圖二下半部）而言，只有非自願工作與適當就業的差異達到顯著。

因此，這些發現驗證 Atkinson(1984, 1987)的觀點，亦即非典型雇用型態存在邊陲

人力與外部人力的差別；是否有市場中介機構介入工作者與組織的關係，將明顯

影響受雇者的工作品質，也確認本研究對非典型工作者的分類確實有其必要。 

 

 

圖二  雇用型態（細分類）對於就業狀態的預測機率圖 

註：A 代表適當就業，I 代表非自願工作，U 代表薪資過低， O 代表過度教育。圖型上方的數值

為勝算比(odds ratio)，圖型下方的數值為模型係數。此外，直線相連的就業狀態，代表兩者差異

並未達到顯著；相對地，沒有直線相連的就業狀態，則代表彼此具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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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低度就業的多類別邏輯迴歸分析（細分類） 

依變項 

        自變項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非自願工作 薪資過低 過度教育 非自願工作 薪資過低 過度教育 非自願工作 薪資過低 過度教育 非自願工作 薪資過低 過度教育 

組織雇用非典型 0.336+ 0.726* 0.909* 0.380+ 0.355 1.074* 0.405+ 0.302 1.048* 0.412+ 0.204 1.114* 

 
(0.186) (0.306) (0.416) (0.208) (0.346) (0.456) (0.211) (0.349) (0.469) (0.216) (0.355) (0.479) 

市場雇用非典型 0.637 0.429 0.611 1.021* 0.0559 1.101 1.002* -0.0754 1.095 1.022* -0.222 1.157 

 
(0.446) (0.817) (1.094) (0.474) (0.850) (1.138) (0.475) (0.852) (1.142) (0.477) (0.857) (1.153) 

女性 
   

0.235 1.072*** -0.961* 0.223 1.034*** -0.983* 0.194 1.030*** -0.987* 

    
(0.150) (0.291) (0.452) (0.151) (0.294) (0.453) (0.158) (0.306) (0.464) 

年齡 
   

-0.0376*** -0.0387* 0.00682 -0.0368*** -0.0364* 0.00762 -0.0332*** -0.0227 0.0146 

    
(0.00893) (0.0155) (0.0209) (0.00899) (0.0156) (0.0211) (0.00925) (0.0161) (0.0216) 

教育年數 
   

0.0457+ -0.264*** 0.202*** 0.0625* -0.227*** 0.216*** 0.102** -0.111+ 0.293*** 

    
(0.0249) (0.0503) (0.0532) (0.0265) (0.0530) (0.0566) (0.0326) (0.0619) (0.0711) 

有無伴侶 
   

-0.366* -0.682* -0.0102 -0.369* -0.690* 0.00776 -0.328+ -0.650+ 0.0906 

    
(0.173) (0.317) (0.462) (0.173) (0.322) (0.462) (0.174) (0.334) (0.467) 

工作年資 
   

0.00199 0.0350* -0.0567+ 0.00699 0.0428* -0.0562+ 0.00737 0.0443* -0.0578+ 

    
(0.0102) (0.0163) (0.0319) (0.0106) (0.0167) (0.0329) (0.0109) (0.0176) (0.0335) 

中小企業 
      

0.158 1.522** 0.579 0.0804 1.245* 0.434 

       
(0.178) (0.553) (0.493) (0.182) (0.558) (0.502) 

參與工會 
      

-0.208 -1.096 0.107 -0.188 -0.961 0.168 

       
(0.235) (0.757) (0.606) (0.236) (0.768) (0.608) 

私部門 
      

0.294 0.138 -0.113 0.293 0.0996 -0.208 

       
(0.241) (0.580) (0.546) (0.249) (0.601) (0.571) 

農林漁牧業 
         

1.054 1.261 1.372 

          
(0.680) (0.816) (1.252) 

服務業 
         

0.198 0.635* 0.0250 

          
(0.167) (0.324) (0.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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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及專業人員 
         

-0.542* -0.820 -1.210+ 

          
(0.244) (1.088) (0.651) 

基層勞工 
         

0.209 1.612*** 0.207 

          
(0.193) (0.433) (0.485) 

常數項 0.413*** -1.682*** -2.557*** 1.354* 2.693** -5.036*** 0.706 0.755 -5.617*** -0.0745 -2.399 -6.799*** 

 
(0.0803) (0.157) (0.232) (0.551) (1.045) (1.196) (0.684) (1.386) (1.528) (0.781) (1.552) (1.720) 

Pseudo R
2
 0.006 0.095 0.104 0.122 

χ
2
 10.74+ 177.8*** 195.6*** 229.5*** 

樣本數 938 938 938 938 

註 1：括號內為標準誤。 
           

註 2：+ p<0.10 * p<0.05 ** p<0.01 *** p<0.001 （雙尾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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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低度就業（相依分類） 

在第二小節中，我們參考 Edgell(2009: 150)的構想，將不同的低度就業類別

視為彼此相依，以探討三者的潛在關聯；此外，我們也不設定類別的先後次序，

以完全鬆綁「勞動力運用架構」的假定，並比較互斥及相依分析的差異。 

特別說明的是，本小節所有的「粗分類」分析，各個模型的自變項設定都如

同表十；所有的「細分類」分析，各個模型的自變項設定都如同表十一。我們也

將依靠迴歸係數的正負向，判斷自變項對於依變項的影響。後續不再贅述。 

 

1. 相依分析：自變項為雇用型態的「粗分類」 

在第二種低度就業分析中，扣除依變項與自變項的遺缺值之後，整體模型樣

本數為 898 位。根據〈附錄一〉的檢驗結果，我們使用 Poisson 迴歸，分析雇用

型態為典型或非典型的工作者，面對三種低度就業面向的發生率差異。 

表十二顯示逐步加入所有自變項的結果，在 95%的信心水準下（α=0.05），

相較於典型正職工作者，非典型工作者確實更容易發生低度就業，從模型一到模

型四都維持穩定的正向顯著。因此，即使從不同的低度就業類別來看，雇用型態

的影響存在分歧（如在「互斥分析」中，薪資過低的效果並不顯著），但就整體

期望次數來說，非典型工作者更有可能發生多種面向的低度就業。 

 在個人特徵方面，年齡越大的受訪者，低度就業的發生率比較低。教育年數

在模型二與模型三都不顯著，直到模型四加入產業與職業變項之後，才呈現正向

關聯。此外，相對於沒有伴侶的受訪者，具有配偶或同居的工作者，其低度就業

發生率比較低。至於性別與工作年資，對於低度就業發生率沒有顯著影響；但如

果將統計顯著水準放寬至 α=0.10，則在模型四中，女性也更容易低度就業。 

 在工作特徵方面，相對於公部門或第三部門的受雇者，私部門工作者更有可

能發生低度就業。如果我們將統計顯著水準放寬至 α=0.10，中小企業的係數在模

型三呈現正向顯著，但在模型四就不顯著，因此我們難以推論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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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低度就業面向數的 Poisson 迴歸分析（粗分類） 

自變項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非典型工作者 0.328*** 0.282*** 0.305*** 0.280*** 

 
(0.0779) (0.0635) (0.0646) (0.0632) 

女性 
 

0.0837 0.0798 0.103+ 

  
(0.0548) (0.0547) (0.0563) 

年齡 
 

-0.0131*** -0.0122*** -0.00952** 

  
(0.00361) (0.00354) (0.00338) 

教育年數 
 

-0.000383 0.0125 0.0428*** 

  
(0.00986) (0.0104) (0.0123) 

有無伴侶 
 

-0.157* -0.156* -0.125+ 

  
(0.0659) (0.0660) (0.0658) 

工作年資 
 

-0.00227 0.000894 0.000516 

  
(0.00459) (0.00458) (0.00441) 

中小企業 
  

0.127+ 0.0716 

   
(0.0696) (0.0706) 

參與工會 
  

-0.104 -0.0696 

   
(0.106) (0.106) 

私部門 
  

0.249** 0.240** 

   
(0.0930) (0.0922) 

農林漁牧業 
   

0.356* 

    
(0.141) 

服務業 
   

0.0920 

    
(0.0626) 

主管及專業人員 
   

-0.190+ 

    
(0.109) 

基層勞工 
   

0.296*** 

    
(0.0694) 

常數項 -0.205*** 0.362+ -0.185 -0.866** 

 
(0.0421) (0.211) (0.262) (0.287) 

Pseudo R
2
 0.008 0.028 0.032 0.041 

χ
2
 16.87*** 94.90*** 109.9*** 148.4*** 

樣本數 898 898 898 898 

註 1：括號內為標準誤。 
   

註 2：+ p<0.10 * p<0.05 ** p<0.01 *** p<0.001 （雙尾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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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產業結構而言，相較於製造業，農林漁牧業更容易發生低度就業。對於

職業結構而言，相較於技術及事務人員，基層勞工的低度就業發生率更高；如果

將統計顯著水準放寬至 α=0.10，則主管及專業人員的發生率比較低。因此，這裡

再次反映職業結構的階層化效果(黃毅志 1998)，職業地位越高的工作者，比較

不容易發生低度就業，反之亦然。 

 綜觀低度就業次數的粗分類分析，在加入不同的自變項之後，相對於典型人

員，非典型工作者都更可能發生低度就業。圖三的預測也再次證實這個結果，相

對於典型正職工作者，非典型工作者不發生低度就業的可能性較低，並擁有更高

的平均發生率。因此，這裡呼應既有研究的發現，非典型工作者更容易落入邊緣

性就業，並面臨低劣的工作品質(Jensen and Slack 2000)。 

 

 
圖三  雇用型態（粗分類）對於低度就業面向數的預測圖 

註：橫軸的 0 代表典型正職工作者，1 則是非典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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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依分析：自變項為雇用型態的「細分類」18
 

表十三顯示逐步加入所有自變項的結果，在 95%的信心水準下（α=0.05），

相較於典型正職工作者，組織雇用非典型更容易發生低度就業，從模型一到模型

四都維持穩定的正向顯著。如果將統計顯著水準放寬至 α=0.10，市場雇用非典型

也從模型二到模型四具有正向關聯。此外，從整體來看，市場雇用非典型的係數

都比較小，因此，我們推論組織雇用非典型的低度就業發生率更高。這部份的討

論也補充「互斥分析」的不足，雖然兩種非典型各自面臨不同的低度就業議題，

但從總體發生率來看，組織雇用非典型更有可能發生多種面向的低度就業。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在臺灣的勞動市場中，源自於組織人力運用策略的核心

邊陲模式，確實對於雇用型態帶來不平等的影響(Kalleberg 2011: 75-76)。圖四的

預測也再次證實這個結果，相對於典型正職工作者，兩種非典型工作者不發生低

度就業的比例都較低，也都擁有更高的平均發生率。 

 

圖四  雇用型態（細分類）對於低度就業面向數的預測圖 

註：橫軸的 0 都代表典型正職工作者，1 則是兩種非典型工作者。 

                                                      
18

 在細分類的討論中，有關樣本數、依變項的設定方式、統計方法、控制變項的表現等等，均

和「粗分類」相同，在此就不再贅述。 



doi: 10.6342/NTU201702412

65 

表十三  低度就業面向數的 Poisson 迴歸分析（細分類） 

自變項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組織雇用非典型 0.339*** 0.281*** 0.308*** 0.280*** 

 
(0.0814) (0.0662) (0.0673) (0.0661) 

市場雇用非典型 0.242 0.285+ 0.281+ 0.278* 

 
(0.197) (0.148) (0.146) (0.140) 

女性 
 

0.0837 0.0795 0.103+ 

  
(0.0548) (0.0547) (0.0564) 

年齡 
 

-0.0131*** -0.0122*** -0.00952** 

  
(0.00361) (0.00355) (0.00339) 

教育年數 
 

-0.000370 0.0124 0.0428*** 

  
(0.00988) (0.0104) (0.0123) 

有無伴侶 
 

-0.157* -0.156* -0.125+ 

  
(0.0659) (0.0660) (0.0658) 

工作年資 
 

-0.00226 0.000863 0.000513 

  
(0.00460) (0.00458) (0.00442) 

中小企業 
  

0.127+ 0.0716 

   
(0.0697) (0.0706) 

參與工會 
  

-0.104 -0.0696 

   
(0.106) (0.106) 

私部門 
  

0.251** 0.240** 

   
(0.0934) (0.0924) 

農林漁牧業 
   

0.355* 

    
(0.142) 

服務業 
   

0.0919 

    
(0.0627) 

主管及專業人員 
   

-0.190+ 

    
(0.109) 

基層勞工 
   

0.296*** 

    
(0.0694) 

常數項 -0.205*** 0.362+ -0.186 -0.866** 

 
(0.0421) (0.212) (0.262) (0.287) 

Pseudo R
2
 0.008 0.028 0.032 0.041 

χ
2
 17.10*** 94.95*** 110.1*** 148.4*** 

樣本數 898 898 898 898 

註 1：括號內為標準誤。 
   

註 2：+ p<0.10 * p<0.05 ** p<0.01 *** p<0.001 （雙尾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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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本章小結 

 整體來說，低度就業的分析大致符合我們的研究假說。非典型工作者比較可

能面臨非自願工作狀態、過度教育，特別就組織雇用非典型而言，也較可能面臨

這兩種低度就業。至於市場雇用非典型，我們發現其非自願程度比組織雇用非典

型更強；但在過度教育方面，與典型正職工作者沒有顯著差異。此外，對於薪資

過低的議題而言，本研究的分析結果不支持其研究假說；無論從粗分類或細分類

的迴歸結果來看，非典型都與典型人員都沒有顯著差異。 

 另外，為了探討「勞動力運用架構」的彼此互斥及先後次序假設，是否影響

迴歸分析結果，我們也使用整體的「低度就業面向數」來做討論。Poisson 迴歸

的模型顯示，非典型人員確實更容易發生低度就業；如果從比較寬鬆的顯著水準

（α=0.10）來看，兩種非典型都呈現一致的結果，組織雇用非典型的發生率也更

高。19是故，雖然就個別的三種面向而言，非典型人員不完全會面臨所有的低度

就業問題，但如果將三種面向視為彼此相依，探討整體的發生率，則非典型人員

仍更可能發生多種低度就業。因此，非典型工作者主要是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群體

(Kalleberg 2003)。我們將以上的討論，整理如表十四，提供讀者參考。 

 

表十四  雇用關係與低度就業的關聯 

 非自願工作 薪資過低 過度教育 整體發生率 

典型人員 － （不顯著） － － 

非典型人員 ＋ （不顯著） ＋ ＋ 

 組織雇用型 ＋ （不顯著） ＋ ＋＋ 

 市場雇用型 ＋＋ （不顯著） （不顯著） ＋ 

註：(-)代表不容易發生，(+)代表容易發生，(++)則意謂著發生的機率更高。 

                                                      
19

 雖然根據「圖四」的預測結果，市場雇用非典型的平均發生率(1.10)比組織雇用非典型(1.05)

更高；然而，從「表十三」的迴歸分析結果來看，組織雇用非典型的係數幾乎穩定地大於市場雇

用非典型。因此，我們從總體的角度推論，組織雇用非典型仍是整體發生率較高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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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勞動風險的蔓延－雇用關係與不安全感 

 經過第四章的討論，我們發現在雇用關係與低度就業的關聯中，確實存在特

定的「不適當就業」困境。典型人員比較容易適當就業，非典型人員則容易低度

就業，不同的非典型也面臨相異的不適當就業議題。延續探討工作品質的初衷，

本研究第二個主題在於「主觀勞動風險」的變化。於本章節中，我們首先分析工

作不安全感的相關描述統計；其次，我們呈現兩種迴歸分析的結果，驗證第二章

的剩餘研究假說；最後，仍以整個章節的初步結論來作結。 

 

第一節  不安全感的描述統計 

 我們從表十五可以看到，2015 年全體受雇者感受到的失去工作可能性，並

未超過量表分數的一半（2.25 分／5 分），對於此項問題同意程度的百分比大約

佔 45%；相對地，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卻高達 1.84 分（滿分為 3 分），對於此項

問題同意程度的百分比大約佔 61.33%。兩種不安全感比較起來，顯示人們即使

比較不擔心工作缺乏保障的狀況，卻更加憂慮在勞動市場彈性化的趨勢下，低薪

工作與非典型雇用等沒有前途的工作型態(dead-end jobs)更加盛行，令自己更難

找到與目前相等的就業環境。這與洪敬舒(2014)的發現相似，也反映當代臺灣受

雇者的不安全感，著重在 Green(2013: 138)討論的工作損失之成本面向，也就是

失去工作之後可能遭遇更大的困難。 

 

表十五  不安全感之描述統計量（雇用型態粗分類） 

  典型人員 非典型人員 合計 

  平均值 標準差 樣本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樣本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樣本數 

失去工作

可能性 
2.08  0.93  715 2.79  1.21  226 2.25  1.05  941 

尋找相似

工作困難

度 

1.87  0.76  713 1.75  0.76  222 1.84  0.76  935 

註：平均值與標準差的單位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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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繼續比較兩種雇用型態的差異，從工作損失的風險來說(Green 2013: 

131)，非典型人員的失去工作可能性(2.79 分)高於典型人員的感受(2.08 分)；但

在第二種不安全感方面，非典型人員(1.75 分)反而低於典型人員(1.87 分)。這個

結果呼應我們在第二章〈文獻回顧〉的假說，不同的雇用關係對於不安全感的兩

種面向造成影響。 

 最後，我們在表十六呈現非典型雇用型態的內部異質性。從失去工作可能性

來看，兩種非典型人員都高於全體受雇者的平均值(2.25 分)，並以市場雇用非典

型的 3.1 分為最高。相對地，在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方面，雖然兩種非典型人員

都低於整體平均值(1.84 分)，但市場雇用非典型的 1.83 分，不但高於組織雇用非

典型的得分(1.74 分)，也相當接近全體受雇者的平均狀態。我們或許可以推論，

市場雇用非典型是更加受到工作不穩定化衝擊的群體。以上的描述統計也再次反

映，不同的雇用關係對於不安全感的差異結果。 

 

表十六  不安全感之描述統計量（非典型細分類） 

  典型人員 組織雇用非典型 市場雇用非典型 

  平均值 標準差 樣本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樣本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樣本數 

失去工作

可能性 
2.08  0.93  715 2.74 1.22 196 3.10 1.12 30 

尋找相似

工作困難

度 

1.87  0.76  713 1.74 0.76 193 1.83 0.76 29 

註：平均值與標準差的單位為「分」。 

 

 在表十七中，我們呈現本研究的兩種工作不安全感，以及主要變項中屬於連

續變項者，兩兩變項的彼此相關程度。雖然我們可以從描述統計得到變項之間的

基本圖像，但為了確認不同變項的關聯，我們仍需使用統計控制與迴歸分析進行

探討。這是我們下一節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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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七  不安全感與連續變項之相關係數表 

  失去工作 
尋找相似

工作 
年齡 教育年數 工作年資 

失去工作可能性 1 
    

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 -0.02 1 
   

年齡 0.07* 0.32*** 1 
  

教育年數 -0.17*** -0.18*** -0.42*** 1 
 

工作年資 -0.08* 0.32*** 0.60*** -0.16*** 1 

註：+ p<0.10 * p<0.05 ** p<0.01 *** p<0.001 （雙尾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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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不安全感的迴歸分析 

 在第二節中，我們呈現兩種工作不安全感的迴歸模型，並將雇用型態區分成

「粗分類」與「細分類」等兩種類型，以探討雇用關係的差異。此外，本節所有

的粗分類分析，各個模型的自變項設定都如同表十；所有的細分類分析，各個模

型的自變項設定都如同表十一。我們也依靠迴歸係數的正負向，判斷自變項對於

依變項的影響效果，後續不再贅述。 

 

(一) 失去工作可能性 

1. 自變項為雇用型態的「粗分類」 

在第一種工作不安全感中，扣除依變項與自變項的遺缺值之後，整體模型樣

本數為 941 位。根據〈附錄一〉的檢驗結果，我們使用序列邏輯迴歸，分析雇用

型態為典型或非典型的工作者，對於失去工作可能性的感受差異。 

表十八顯示逐步加入所有自變項的結果，在 95%的信心水準下（α=0.05），

相較於典型正職工作者，非典型工作者更容易認為自己會失去工作，在四個模型

都維持穩定的正向顯著。因此，這個結果驗證我們的研究假說 H4，非典型工作

者由於缺乏穩定契約的保障，在沒有任何依靠之下，他們認為自己可能失去工作

的機率更大(Anderson and Winefield 2011; Bishop et al. 2002)。 

 在個人特徵方面，年齡越大的受訪者越容易認為自己會失去工作。此外，在

比較寬鬆的統計顯著水準下（α=0.10），教育年數越高者認為自己的工作保障程

度比較高，但在模型四則沒有顯著影響。工作年資越長者，對於工作具有保障的

感受更強。至於性別及有無伴侶，對於失去工作可能性沒有顯著影響。 

 在工作特徵方面，目前參與工會的受雇者，認為自己比較不容易失去工作。

受雇於私部門者，相對於公部門及第三部門，比較容易認為自己會失去工作。此

外，組織規模則沒有顯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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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八  失去工作可能性的序列邏輯迴歸分析（粗分類） 

自變項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非典型工作者 1.286*** 1.060*** 1.091*** 1.075*** 

 
(0.155) (0.164) (0.166) (0.167) 

女性 
 

0.0923 0.0697 0.0763 

  
(0.129) (0.129) (0.134) 

年齡 
 

0.0135+ 0.0153* 0.0183* 

  
(0.00751) (0.00756) (0.00774) 

教育年數 
 

-0.0644** -0.0389+ -0.00958 

  
(0.0208) (0.0222) (0.0270) 

有無伴侶 
 

-0.114 -0.109 -0.0824 

  
(0.151) (0.152) (0.152) 

工作年資 
 

-0.0264** -0.0196* -0.0176+ 

  
(0.00890) (0.00907) (0.00916) 

中小企業 
  

0.0990 0.0589 

   
(0.158) (0.161) 

參與工會 
  

-0.480* -0.453* 

   
(0.214) (0.215) 

私部門 
  

0.549* 0.565* 

   
(0.216) (0.222) 

農林漁牧業 
   

-0.602 

    
(0.464) 

服務業 
   

0.138 

    
(0.143) 

主管及專業人員  
  

-0.258 

    
(0.220) 

基層勞工 
   

0.309+ 

    
(0.164) 

Pseudo R
2
 0.033 0.044 0.051 0.055 

χ
2
 70.22*** 93.91*** 108.2*** 116.5*** 

樣本數 941 941 941 941 

註 1：括號內為標準誤。 
   

註 2：+ p<0.10 * p<0.05 ** p<0.01 *** p<0.001 （雙尾檢定）。 

 

 職業結構方面，在比較寬鬆的統計顯著水準下（α=0.10），相較於技術及事

務人員，基層勞工感受到的失去工作可能性較高。產業結構則沒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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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綜觀失去工作可能性的粗分類分析，在加入不同的自變項之後，相對

於典型正職人員，非典型工作者都更可能認為自己會失去工作。圖五的預測也再

次證實這個結果，典型正職工作者從「完全不會發生」(SD)到「既不同意也不反

對」(NONE)的累積機率大約為 85.72%，相對地，非典型工作者的累積機率約為

67.19%；因此，非典型工作者認為可能失去工作的預測機率，大於典型正職工作

者(兩者差距 18.53%)。這也回應 Kalleberg(2009)的討論，非典型雇用型態代表短

期、以市場為基礎的交易型契約(transactional contracts)；交易型契約的擴散將伴

隨更大的不穩定性，不但降低工作者身為組織公民的權利，也令受雇者必須更加

仰賴自己在勞動市場的價值。 

 

 

圖五  雇用型態（粗分類）對於失去工作可能性的預測機率圖 

註：橫軸的 0 代表典型正職工作者，1 則是非典型工作者。此外，SD 代表完全不會發生，D 代

表不會發生，NONE 代表既不同意也不反對，A 代表可能發生，SA 代表完全有可能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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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變項為雇用型態的「細分類」20
 

表十九顯示逐步加入所有自變項的結果，在 95%的信心水準下（α=0.05），

相較於典型正職工作者，兩種非典型人員都認為自己更有可能失去工作。此外，

由於市場雇用非典型的係數穩定大於組織雇用非典型，從模型一到模型四都呈現

相同結果，我們可以推論市場雇用非典型的工作缺乏保障感受更強。 

圖六的預測也證實這個結果，典型工作者從「完全不會發生」(SD)到「既不

同意也不反對」(NONE)的累積機率都在 80%以上，相對地，兩種非典型人員的

累積機率都小於 70%；因此，兩種非典型人員認為可能失去工作的預測機率，都

大於典型正職工作者。此外，我們還可以發現，市場雇用非典型從「既不同意也

不反對」到「完全有可能發生」(SA)的累積機率為 46.55%，組織雇用非典型則

是 32.42%：是故，市場雇用非典型認為可能會失去工作的機率更高。 

 

圖六  雇用型態（細分類）對於失去工作可能性的預測機率圖 

註：橫軸的 0 代表典型正職工作者，1 則是兩種非典型工作者。SD 代表完全不會發生，D 代表

不會發生，NONE/NO 代表既不同意也不反對，A 代表可能發生，SA 代表完全有可能發生。 

                                                      
20

 在細分類的討論中，有關樣本數、依變項的設定方式、統計方法、控制變項的表現等等，均

和「粗分類」相同，在此就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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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九  失去工作可能性的序列邏輯迴歸分析（細分類） 

自變項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組織雇用非典型 1.199*** 0.988*** 1.027*** 1.012*** 

 
(0.164) (0.172) (0.174) (0.176) 

市場雇用非典型 1.799*** 1.503*** 1.478*** 1.444*** 

 
(0.344) (0.352) (0.353) (0.355) 

女性 
 

0.0986 0.0750 0.0781 

  
(0.129) (0.129) (0.134) 

年齡 
 

0.0135+ 0.0153* 0.0182* 

  
(0.00752) (0.00757) (0.00775) 

教育年數 
 

-0.0629** -0.0380+ -0.00966 

  
(0.0208) (0.0222) (0.0270) 

有無伴侶 
 

-0.131 -0.124 -0.0959 

  
(0.152) (0.152) (0.153) 

工作年資 
 

-0.0260** -0.0194* -0.0173+ 

  
(0.00891) (0.00908) (0.00918) 

中小企業 
  

0.103 0.0608 

   
(0.158) (0.161) 

參與工會 
  

-0.476* -0.449* 

   
(0.214) (0.215) 

私部門 
  

0.534* 0.555* 

   
(0.217) (0.222) 

農林漁牧業 
   

-0.569 

    
(0.466) 

服務業 
   

0.152 

    
(0.144) 

主管及專業人員 
   

-0.255 

    
(0.220) 

基層勞工 
   

0.304+ 

    
(0.165) 

Pseudo R
2
 0.034 0.045 0.052 0.055 

χ
2
 72.99*** 95.92*** 109.7*** 117.9*** 

樣本數 941 941 941 941 

註 1：括號內為標準誤。 
   

註 2：+ p<0.10 * p<0.05 ** p<0.01 *** p<0.001 （雙尾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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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 

1. 自變項為雇用型態的「粗分類」 

在第二種工作不安全感的分析中，扣除依變項與自變項的遺缺值之後，整體

模型樣本數為 935 位。根據〈附錄一〉的檢驗結果，我們透過定型邏輯迴歸，分

析典型或非典型的工作者，認為能否找到相似工作的困難程度差異。 

表二十顯示逐步加入所有自變項的結果，乍看之下，雇用型態似乎對於尋找相似

工作困難度沒有顯著影響；然而，如果我們將統計顯著水準放寬至 α=0.10，則相

較於典型正職工作者，非典型工作者比較不認為自己難以找到相等工作，除了模

型二之外都呈現負向顯著。因此，在 90%的信心水準下，這個結果驗證研究假說

H5。由於非典型工作者本身即面臨低劣的就業環境，即使轉換工作也可能持續

非典型勞動(柯志哲、張珮青 2014)，是故他們不認為難以找到品質相似的工作；

相對地，由於當代職場對於員工的保障越來越低，如果典型人員離開目前職務，

將面臨向上與向下流動同時增加的不確定性(Hollister 2011)，新工作的薪資也可

能更低(Kalleberg 2011: 98)，因此面臨更大的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 

在個人特徵方面，相對於男性，女性比較不認為難以找到品質相似的工作。

年齡越大的受訪者，尋找相等工作的困難程度更高。此外，教育年數越高的受雇

者，尋找相等工作的困難度比較低；工作年資越長者，則認為比較難找到與目前

類似的就業環境。最後，有無伴侶則對於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沒有顯著影響。 

 在工作特徵方面，只有私部門呈現負向顯著；代表相對於公部門或第三部門

的受雇者，私部門勞工不認為難以找到與目前相似的工作。至於組織規模或是否

參與工會，對於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沒有顯著影響。 

對於職業結構與產業結構而言，也幾乎沒有顯著影響。惟在比較寬鬆的統計

顯著水準之下（α=0.10），服務業與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具有負向關聯。 

最後，綜觀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的粗分類分析，加入不同群的自變項之後，

在 90%的信心水準下，典型人員比較容易認為難以找到相等品質的工作，因此與

Kalleberg (2011: 102)的討論相互呼應。圖七的預測也證實這個結果，典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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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  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的定型邏輯迴歸分析（粗分類） 

自變項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非典型工作者 -0.369+ -0.386 -0.466+ -0.450+ 

 
(0.208) (0.239) (0.240) (0.242) 

女性 
 

-0.456* -0.448* -0.355+ 

  
(0.190) (0.190) (0.197) 

年齡 
 

0.0343** 0.0312** 0.0335** 

  
(0.0111) (0.0111) (0.0113) 

教育年數 
 

-0.0841** -0.107*** -0.0818* 

  
(0.0302) (0.0324) (0.0389) 

有無伴侶 
 

0.0871 0.0939 0.0826 

  
(0.217) (0.215) (0.216) 

工作年資 
 

0.0635*** 0.0597*** 0.0580*** 

  
(0.0139) (0.0141) (0.0143) 

中小企業 
  

0.147 0.182 

   
(0.228) (0.231) 

參與工會 
  

0.181 0.200 

   
(0.308) (0.308) 

私部門 
  

-0.841** -0.957** 

   
(0.311) (0.319) 

農林漁牧業 
   

0.161 

    
(0.654) 

服務業 
   

-0.356+ 

    
(0.206) 

主管及專業人員 
   

-0.0294 

    
(0.319) 

基層勞工 
   

0.142 

    
(0.235) 

ϕ1 1 1 1 1 

 
(.) (.) (.) (.) 

ϕ2 0.207 0.510*** 0.478*** 0.467*** 

 
(0.506) (0.0706) (0.0691) (0.0682) 

ϕ3 0 0 0 0 

 
(.) (.) (.) (.) 

χ
2
 3.140+ 112.3*** 117.0*** 119.1*** 

樣本數 935 935 935 935 

註 1：括號內為標準誤。 
   

註 2：+ p<0.10 * p<0.05 ** p<0.01 *** p<0.001 （雙尾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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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困難」(D)之累積機率為 35.10%，但從「不困難」到「很難」(SA)的累積

機率卻是 64.9%；相對地，非典型工作者的「不困難」之累積機率為 42.31%，

再從「不困難」到「很難」的累積機率為 57.69%。因此，典型工作者認為難以

找到相等工作的預測機率，大於非典型工作者(兩者差距 7.21%)。由於兩種工作

不安全感呈現相反結果，我們便能發現雇用型態對於主觀安全感受帶來的影響。

非典型工作者由於缺乏雇用契約的保障，因此更容易面臨低度就業及失去工作的

威脅；但也因為這種低劣就業環境的普及化，非典型工作者不認為自己無法找到

相似的工作，反而是典型人員更擔心能否找到與目前一樣好的就業型態。 

 
圖七  雇用型態（粗分類）對於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的預測機率圖 

註：橫軸的 0 代表典型正職工作者，1 則是非典型工作者。此外，參考〈附錄一〉的「註 24」，

D 代表不困難，A 代表有點難， SA 代表很難。 

 

2. 自變項為雇用型態的「細分類」21
 

表二十一顯示逐步加入所有自變項的結果，在 90%信心水準下（α=0.10），

相對於典型正職工作者，組織雇用非典型比較不認為自己難以找到相等的工作，

                                                      
21

 在細分類的討論中，有關樣本數、依變項的設定方式、統計方法、控制變項的表現等等，均

和「粗分類」相同，在此就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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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模型二都呈現負向顯著。然而，由於市場雇用非典型的效果都不顯著，我們

無法推論其與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的關聯。 

 這個結果呼應「粗分類」的觀點，相對於組織雇用非典型，典型工作者比較

擔心能否找到與目前一樣好的工作。圖八的預測也證實這個結果，典型工作者的

「不困難」(D)累積機率都在 35%到 36%之間，但從「不困難」到「很難」(SA)

的累積機率卻都在 64%左右；相對地，組織雇用非典型的「不困難」之累積機率

為 42.73%，再從「不困難」到「很難」的累積機率為 57.27%。因此，典型人員

認為難以找到相等工作的預測機率，大於組織雇用非典型人員。此外，由於市場

雇用非典型的影響效果不顯著，我們便不討論其預測機率。 

由於組織雇用非典型屬於組織的邊陲人力，在工作內容並非核心業務的情況

下，便容易得到較低的薪資，關於年資及工作經驗的報酬也相對較差(Kalleberg 

2000)，因此比較可能再製非典型工作者的普遍經驗。至於市場雇用非典型工作

者，則可能從事高度專業或不重要的低薪任務；在兩種工作內容的綜合之下，令

他們的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與典型人員的差距較小。 

 

圖八  雇用型態（細分類）對於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的預測機率圖 

註：橫軸的 0 代表典型正職工作者，1 則代表兩種非典型工作者。參考〈附錄一〉的「註 24」，

D 代表不困難，A 代表有點難， SA 代表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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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一  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的定型邏輯迴歸分析（細分類） 

自變項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組織雇用非典型 -0.401+ -0.393 -0.490+ -0.465+ 

 
(0.221) (0.252) (0.252) (0.255) 

市場雇用非典型 -0.0854 -0.343 -0.317 -0.360 

 
(0.439) (0.541) (0.539) (0.540) 

女性 
 

-0.456* -0.446* -0.355+ 

  
(0.190) (0.190) (0.197) 

年齡 
 

0.0343** 0.0312** 0.0335** 

  
(0.0111) (0.0111) (0.0114) 

教育年數 
 

-0.0840** -0.107*** -0.0818* 

  
(0.0303) (0.0324) (0.0389) 

有無伴侶 
 

0.0859 0.0902 0.0805 

  
(0.217) (0.216) (0.216) 

工作年資 
 

0.0635*** 0.0598*** 0.0580*** 

  
(0.0139) (0.0141) (0.0143) 

中小企業 
  

0.148 0.182 

   
(0.228) (0.231) 

參與工會 
  

0.182 0.200 

   
(0.308) (0.308) 

私部門 
  

-0.849** -0.961** 

   
(0.312) (0.320) 

農林漁牧業 
   

0.168 

    
(0.655) 

服務業 
   

-0.353+ 

    
(0.207) 

主管及專業人員 
   

-0.0292 

    
(0.319) 

基層勞工 
   

0.141 

    
(0.235) 

ϕ1 1 1 1 1 

 
(.) (.) (.) (.) 

ϕ2 0.167 0.510*** 0.478*** 0.467*** 

 
(0.511) (0.0707) (0.0691) (0.0682) 

ϕ3 0 0 0 0 

 
(.) (.) (.) (.) 

χ
2
 3.311 112.3*** 117.0*** 119.1*** 

樣本數 935 935 935 935 

註 1：括號內為標準誤。 
   

註 2：+ p<0.10 * p<0.05 ** p<0.01 *** p<0.001 （雙尾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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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本章小結 

 整體而言，工作不安全感的討論明顯支持本研究的研究假說。非典型工作者

比較容易感受到失去工作可能性，市場雇用非典型的傾向也更強烈；但在 90%

的信心水準下（α=0.10），典型人員則困擾於尋找相等工作的困難程度，市場雇

用非典型與典型人員沒有顯著差異，組織雇用非典型卻比較不擔心。因此，本章

結果確實反映，主觀勞動風險在臺灣勞動市場的蔓延。相對於低度就業的分析，

典型人員是最容易適當就業的群體；在勞動風險的議題上，無論典型或非典型人

員都分別面臨特定的不安全感。這些結果與既有研究相互呼應，當代已經沒有完

全穩定的就業型態，所有工作者都共同承受勞動市場不穩定的衝擊(Fullerton and 

Wallace 2007; Kalleberg 2009)。 

除此之外，勞動風險的分析也呈現另一種雇用型態的高低階序關係。典型與

非典型人員各自對於兩種不安全感具有影響效果，但比較起來，市場雇用非典型

面臨更大的工作損失風險，以及與典型人員差距不大的工作損失成本，組織雇用

非典型受到的衝擊卻相對較小。是故，市場雇用非典型是最容易感受到主觀勞動

風險的群體。我們也將上述討論的關聯，整理如表二十二，提供讀者參考。 

 

表二十二  雇用關係與不安全感的關聯 

 失去工作可能性 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 

典型員工 － ＋ 

非典型員工 ＋ － 

 組織雇用型 ＋ － 

 市場雇用型 ＋＋ （不顯著） 

註：(-)代表不容易發生，(+)代表容易發生，(++)則意謂著發生的機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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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討論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在當代資本主義國家中，雇用關係作為個人與社會的重要聯繫機制。藉由受

雇於單一或多個雇主，工作者取得維持生活的薪資收入，以及勞健保與退休金等

社會福利的資格。然而，經歷 1970 年代勞動市場的變革，即使國家的財富持續

增加，人們的工作生活品質卻產生許多複雜變化。其中最明顯的兩股變化趨勢，

即是工作品質的兩極化，與工作不穩定性的擴大(Kalleberg 2011: 12-16)。是故，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即透過「低度就業」與「主觀勞動風險」捕捉這兩股趨勢的

影響；並藉由分析雇用關係與兩股趨勢的關聯，以及在這些關聯中，探討非典型

雇用型態的異質性，以填補既有研究的空白。 

 

(一) 雇用關係與低度就業的關聯 

在典型與非典型雇用關係的比較中，既有研究經常呈現非典型工作者的弱勢

處境(如 Anderson and Winefield 2011; de Vries and Wolbers 2005; Giesecke 2009)。

由於缺乏穩定契約的保障，非典型工作者容易落入不安全的就業環境，不但獲得

比典型員工更少的薪資收入、偏好永久正職雇用型態，也在不斷的變動中，難以

發揮過去教育學到的知識技能(Connelly et al. 2011; Jensen and Slack 2000, 2003)。

此外，非典型雇用關係也存在更細緻的內部差異(Atkinson 1984, 1987)。 

 本研究的結果在相當程度上證實這些推論。當我們參考「勞動力運用架構」

的作法，將低度就業區分成互斥的三種類型，非典型工作者都更可能非自願從事

目前的工作，也更容易回報自己的教育程度高於職務的需求。此外，當我們鬆綁

勞動力運用架構的假定，並從工作者可能發生幾種低度就業的面向來看，非典型

工作者更有可能面臨多種低度就業的衝擊。由於我們在各個統計模型中，均控制

住代表人力資本的個人特徵，以及代表結構力量的工作與職務特徵，即使如此，

非典型雇用型態仍存在穩定且一致的負面影響；因此，非典型工作者確實是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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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人力運用彈性中，受到犧牲的勞動群體(Kalleberg 2003)。無論個人背景或受

雇於何種類型的組織，只要從事非典型工作就會產生「結構邊緣性」，因此被區

隔在邊緣經濟結構之中，或從事主流經濟結構內的邊緣性工作，遭遇不適當就業

的後果。 

 當我們將非典型雇用型態進一步區分為「組織雇用型」與「市場雇用型」，

迴歸分析結果確實反映兩者的差異。從非自願工作狀態來看，兩種非典型的機率

都顯著高於典型工作者，市場雇用型的係數也比組織雇用型更大，因此是非自願

程度最強的群體；由於在 Atkinson(1984, 1987)的界定中，市場雇用型位在最外部

的勞動市場，更容易面臨市場化與個體化的衝擊，因此，他們比較可能為了追求

更好的職涯發展而離開目前的工作。對於過度教育而言，組織雇用非典型比典型

人員更容易發生教育與職業不相稱，市場雇用非典型則沒有顯著差異。我們便推

論，由於組織雇用型主要從事日常性與重複的工作，在當前普遍的高教擴張之下

(曾柏文 2015)，更難將學校教育的知識應用到平常的工作活動；市場雇用型則

可能從事高度專業或單調乏味的工作，因此在兩種型態綜合之下，發生過度教育

的機率相對較低。此外，從相依分析的 Poisson 迴歸結果來看，兩種非典型都更

有可能面臨多種低度就業，組織雇用型的發生率也比市場雇用型更高；我們便能

確認，由於組織雇用型受制於附加價值及技術水準較低的組織部門，在雇用型態

與工作內容的效果彼此加乘之下，組織雇用非典型面臨更大的邊緣性力量，因此

大幅提高勞動力低度運用的機率(Sullivan 1978: 23-24, 201)。 

然而，本研究對於薪資過低的研究結果，卻與過去文獻產生分歧。由於我們

在互斥分類的模型中發現，無論粗分類或細分類分析，非典型人員獲得最低水準

時薪的機率和典型員工沒有明顯差異；我們或許能推論，非典型人員的薪資率

(hourly rate)不一定過低，只是因為工作時間較短，才讓加總後的整體收入較少

(Sullivan 1978: 48)。對於這個現象，我們將在第二節的「討論」進一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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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雇用關係對工作不安全感的影響 

對於主觀勞動風險的討論，我們根據既有文獻的導引，將焦點放在工作不安

全感上。此外，我們也根據工作損失的風險與成本等兩種面向，將不安全感區分

為「失去工作可能性」與「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Anderson and Pontusson 2007; 

Green 2013: 130-131; Schmidt 1999)。在過去研究的發現中，無論典型或非典型人

員都面臨增加的不安全感。非典型工作者在缺乏雇用契約的保障下，工作時間與

內容都要配合組織的需求調整，也隨時可能因為中止合約而失去工作；相對地，

典型員工則在面臨低薪工作與非典型雇用的擴大之下，越來越難確保自己找到與

目前相等的就業環境(Bishop et al. 2002; Fullerton and Wallace 2007; Kalleberg 

2011: 99-103)。更甚者，非典型雇用關係的組織雇用型及市場雇用型差異，也可

能導致兩者產生相異的安全感受(Giesecke 2009)。 

 本研究的結果也相當符合過去的討論。從失去工作可能性來看，非典型工作

者的不安全感顯著高於典型員工，無論加入控制變項前後都呈現一致結果，顯示

缺乏雇用契約保障造成的嚴重後果(Anderson and Winefield 2011)。對於非典型工

作者而言，由於被視為臨時與補充的人力，因此能隨著雇主的需要與不需要，任

意調度或受到解雇，也完全不受勞動法規的保障；再加上控制個人背景與工作特

徵之後，雇用型態仍呈現顯著影響，因此，只要具有非典型身分就會受到邊緣性

就業待遇(Jensen and Slack 2000)，無論在何種工作環境都是如此。然而，當我們

看到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的分析，在 90%的信心水準下，非典型人員的擔心程度

則顯著低於典型員工。如此便證實在勞動市場環境的惡化下，相較於非典型工作

者，典型員工比較擔心離職後難以找到與目前相似的新工作，與 Hollister(2011)

及李健鴻(2011)對於當今勞動市場的觀察相當接近。根據這個研究發現，也說明

我們探討兩種工作不安全感確實有其必要。失去工作可能性可以讓我們瞭解，在

勞動市場益趨不穩定之下，終身受雇於單一組織已經是過去的職涯想像，今日的

工作者實際上面臨更大的裁員及解雇威脅；然而，即使有工作者能長久保持一份

工作，當今雇用關係的市場化與個體化變革，也讓人們更傾向離職並追求其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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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機會，卻因為今日的壞工作越來越多，工作者更擔心無法找到相似或更好的工

作環境。因此，透過兩種不安全感，我們可以更完整地捕捉，主觀勞動風險如何

蔓延在當代臺灣的勞動市場。 

 當我們再次將非典型區分為「組織雇用型」及「市場雇用型」，兩者的差異

也相當鮮明。就失去工作可能性而言，不但兩種非典型的感受都高於典型員工，

市場雇用型的程度更明顯大於組織雇用型。我們可以參考 Atkinson(1984, 1987)

的洞見，雖然組織雇用型主要從事例行性業務，他們仍是維持日常運作的成員；

相對地，市場雇用型則是組織以商業契約的方式，向外部機構調派人力，因此更

容易因為合約的改變或外部機構的安排，讓他們失去工作。從尋找相似工作困難

度來看，在 90%的信心水準下，組織雇用型的擔心程度顯著低於典型員工，市場

雇用型則與典型人員沒有顯著差異。因此，這個結果呼應 Kalleberg et al.(1997)

以及本研究在低度就業的發現，由於組織雇用型屬於薪資待遇最低的群體，在勞

動條件低落之下，相對於典型人員面臨的困境，他們比較不認為難以找到與目前

相等的工作；市場雇用型則包含高度專業或簡單重複的工作，在兩者綜合之下，

使得市場雇用非典型的經驗與典型員工差距不大。對於兩種非典型的差異，我們

可以得知，組織雇用型比較容易沉浸在不好的工作；雖然在處理例行任務中佔有

一席之地，比較不擔心失去目前工作，但也無法找到更好的就業環境。相對地，

市場雇用型面對更不穩定的就業條件；不僅擔心無法保住手頭上的工作，也容易

在派遣或外包公司的重新調度中，煩惱下一份工作的品質是否更加惡化。因此，

雖然非典型工作者都在壞工作之中流動，但藉由「彈性企業模式」的視角，我們

發現兩種非典型人員經歷不安全感的方式，存在相當程度的異質性。 

 

(三) 雇用關係的階序差異 

在分析兩股勞動市場的變化趨勢中，本研究除了驗證 Atkinson(1984, 1987)

的觀點，也進一步深化「非典型雇用型態異質性」的意涵。首先，從低度就業來

看，典型員工比較不會面臨勞動力低度運用；組織雇用非典型則比較可能非自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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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過度教育，也最有可能面臨多種低度就業問題；市場雇用型擁有最強烈的

非自願性，但其他兩種低度就業類型都不顯著，整體發生率也比組織雇用非典型

還低。因此，在不適當就業的分析中，典型員工位在勞動市場的最高層級，市場

雇用非典型介於中間，組織雇用非典型則獲得最差的工作品質。 

相對地，就工作不安全感而言，雖然典型員工比較可能面臨尋找相似工作困

難度，但市場雇用非典型卻與典型人員沒有顯著差異，組織雇用非典型的感受則

較低。在失去工作可能性中，典型員工的擔心程度明顯最低，組織雇用非典型則

自認為比較容易失業，但市場雇用非典型的感受比組織雇用非典型更強。因此，

在主觀勞動風險的分析中，雖然我們無法明確斷言典型員工與組織雇用非典型的

高低，但市場雇用非典型卻最容易受到衝擊，因此是位階最低者。 

藉由杷梳勞動市場的兩股變化，並對雇用型態進行細分類，本研究確實更能

釐清當代臺灣工作環境的轉變，也對非典型雇用關係的差異提供新的啟發。 

 

(四) 研究貢獻 

整體而言，我們認為本研究的貢獻總共有以下三點。首先，在理論層面，本

研究驗證「彈性企業模式」的分類確實具有效度；並在勞動市場的兩股趨勢中，

發現非典型工作者的不同階序關係，進而深化理論的內涵。 

其次，在經驗層面，本研究藉由探討雇用關係對於低度就業的影響，填補既

有研究的空白。同時，我們也藉由多種型態的低度就業、不安全感等分類，釐清

這些概念與雇用關係的細緻關聯。 

最後，在政策層面，藉由呈現不同的雇用型態的工作者面臨差異的勞動市場

結果，我們更可以得知不同工作者分別受制於何種就業困境，因此能提供適當的

政策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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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討論 

 在這一節中，我們討論本研究幾個重要議題的意涵，分別是：非典型雇用型

態的另類異質性、薪資過低的爭議、性別不平等，以及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的意

義。 

 

(一) 非典型雇用型態的另類異質性 

在本研究的結論中，我們發現市場雇用非典型的工作內容差異，導致他們在

過度教育、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等面向，與典型員工沒有顯著差距。對於這個現

象，Atkinson(1987: 94)曾說明，市場雇用非典型的工作特質，相較於典型員工與

組織雇用非典型，具有最大的分歧性；對於使用組織來說，市場雇用非典型可能

被視為次級的彈性人力，但對於真實雇主（即雇用他們的外部機構）而言，則可

能將他們視為核心員工。 

 由於我們缺乏市場雇用非典型的組織資料，因此無法直接驗證 Atkinson 的

觀點。然而，我們可以從 Kalleberg(2003)的分析得到部分解答。延續 Atkinson

的討論，Kalleberg 也依照「組織內部勞動市場」的區隔，將典型與非典型員工

區分為核心人力與邊陲人力；不過，非典型人員能不能從他們的雇用型態獲益，

將依據個人或集體能否控制該份工作的技能水準，以及工會或專業協會能否透過

集體力量掌握市場權力，導致勞動市場結果產生差異(Kalleberg 2003: 163)。換句

話說，雖然非典型工作者無法在單一公司獲得穩定的雇用契約，但如果他們擁有

市場高度需要的技能，將可以在「職業內部勞動市場」不斷獲得高薪工作。更甚

者，即使典型員工佔據組織的核心地位，從事低技能或日常任務的工作者，仍只

能獲得低薪以及較低的安全保障。Kalleberg(2011: 63-65)同時發現，職業結構也

出現工作品質的兩極化，高端職業（如管理、專業、技術人員）與低端職業（如

銷售或服務員）同時增加，中間職業（如行政支援、維修人員、作業員）則明顯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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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研究的分析中，職業結構也呈現這樣的影響。特別從低度就業的結果來

看，相較於技術及事務人員，主管及專業人員比較不可能非自願工作；在 90%

的信心水準下，主管及專業人員也比較不容易過度教育、面臨多種面向的低度就

業。至於基層勞工，則更有可能薪資過低，並發生多種低度就業。此外，在失去

工作可能性的分析中，基層勞工也在 90%的信心水準下有正向影響。因此，本研

究同樣證實職業地位越高者，比較可能避免不適當就業困境；職業地位越低者，

則比較可能面臨低度就業、主觀勞動風險的威脅。 

最後，我們再回到 Kalleberg(2003)的討論。通常在「組織內部勞動市場」處

於邊陲，但在「職業內部勞動市場」位居高位者，主要是高技能的派遣工作者，

以及與外包工較為相似的獨立契約工作者(independent contractors)，兩者都屬於

市場雇用非典型；此外，市場雇用非典型也包含在兩種勞動市場都處於邊陲的低

技能派遣工。相對地，組織雇用非典型卻主要包含同樣面臨雙重邊陲的定期契約

人員，以及在組織中比較接近核心人力，但處理低技能業務的長期部分工時工。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職業結構確實帶來非典型雇用型態的另類異質性。 

 

(二) 薪資過低的爭議 

從低度就業的「互斥分析」來看，無論粗分類或細分類模型，本研究都發現

雇用型態對於薪資過低沒有顯著影響。在此，我們的研究結果與 de Vries and 

Wolbers(2005)、Jensen and Slack(2000)、李建鴻(2011)、門倉貴史(2008)等等有所

差異；但如果從勞動經濟學的補償性工資理論(Compensating Wage Differentials)

來看，卻是相當合理。由於非典型工作者面臨更不穩定性的工作環境，並缺乏組

織的福利保障，因此，雇主傾向給與更高的薪資水準，彌補其他工作條件的劣勢

(Rosen 1986)。 

 在既有文獻中，我們也發現有些研究呼應本文的結果。江豐富(2011)分析

2008 年《人力運用調查》的薪資時，依變項也以時薪為標準。結果發現，在將

就業者樣本分割為典型與非典型兩者，並分別估計工資之下，兩種雇用型態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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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沒有顯著差距；更甚者，對於碩博士的非典型工作者而言，男性薪資是典型就

業者的 1.92 倍，女性薪資則是典型就業者的 2.77 倍。對於這個結果，江豐富認

為，非典型工作者因為非自願從事部分工時工作，或是受到彈性工時影響，才導

致整體薪資較低，但他們的勞動條件不一定比較差。柯志哲、張珮青(2014)藉由

計算時薪收入，也發現雖然整體非典型的時薪是典型的 82%，但長期部份工時工

的時薪卻比全時正職員工高出 14%，只有臨時性或派遣工作者的時薪大約是典型

人員的 74%。 

 因此，呼應 Kalleberg (2011: 76-77)的討論，不同的非典型雇用型態之間具有

薪資差異，例如自由業者、外包工作者，即使無法享有組織福利，仍可能獲得比

典型員工及其他非典型更高的薪水。而在相同的非典型雇用型態之內，例如臨時

工、派遣工、外包工，也同時涵蓋高薪與低薪的工作。是故，對於薪資是否過低

的議題，特別從時薪來看，非典型工作者的待遇確實相當分歧。 

 

(三) 性別不平等 

當我們檢視各個迴歸分析的結果，也發現勞動社會學與性別研究時常探討的

議題，男性與女性的待遇確實存在差異。相較於男性，女性更容易獲得最低水準

的時薪；並在 90%的信心水準下，更容易面臨多種面向的低度就業。對此，既有

研究從多種面向，描述女性受到不利待遇的原因，諸如職業與工作的性別隔離、

無酬家務勞動的負擔、以及無法適當發揮教育與技能成就，使得女性獲得的報酬

總是比男性更低；也因此，女性更容易面臨低度就業困境(Weststar 2011)。我們

發現這些觀點與本研究相當吻合，雖然女性的教育水準與勞動參與率不斷提高

(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6: (4)-(5))，但卻始終無法獲得與男性相等的待遇(張晉芬、

杜素豪 2012)，反而被區隔在次級勞動市場，面臨較為低劣的工作品質。 

除了上述統計分析的結果，張晉芬(2002)也藉由對公部門女性的訪談，發現

組織在實務上透過「性別意識型態」操作，讓看似中立客觀的制度規範，仍無法

保障女性獲得平等就業機會。例如內部勞動市場的工作等級只適用於男性，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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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從事售票員等已經到底的(dead-end)職務，處在被截斷的等級；再加上男性

與女性的職務名稱差異、升級考試的性別限制、與同級不同酬的現象，都讓薪資

產生性別歧視；更甚者，藉由女性需要負擔家務工作的想像，無論實際上是否如

此，都可以阻礙女性獲得升遷機會（甚至女性自己都會主動拒絕），並再製性別

不平等。因此，我們除了從「彈性企業模式」發現，組織的人力運用策略導致雇

用關係的差異，在性別議題上，組織的人事操作也造成結構性的負面後果。 

 

(四) 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的意義 

本研究對於工作不安全感的重大發現之一，是驗證典型工作者比較可能面臨

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然而，由於我們必須在 90%的信心水準下，才得到這個結

果；而且市場雇用非典型也與典型員工沒有顯著差異，只有組織雇用非典型才比

典型員工更低。因此，我們也必須承認，典型與非典型的差距並不明顯。 

對於這個現象，我們想點出既有文獻提到的，當代每位工作者都屬於某個面

向的非典型勞工。Fullerton and Wallace(2007: 203)曾經討論，在勞動市場彈性化

之下，典型與非典型工作者都遭遇管理者的「分化並征服」(divide and conquer)

策略，彼此高度不信任，並且共同面臨緊密的管理控制、強化的工作負擔、與更

大的不安全感。此外， Benner(2002: 13)在分析 AT&T 人力資源副總的談話中，

也點出所有工作者都必須將自己視為自我雇用，來到某間公司販售技能；因此，

即使典型雇用關係也經歷基礎性的轉變，所有受雇者都不再能預期企業給予長期

承諾(Benner 2002: 32)。是故，我們或許可以慶幸典型與非典型的不安全感差距

不顯著，代表典型工作者的處境沒有變得太糟；然而，我們也需要注意，這可能

意謂所有受雇者的就業處境都共同惡化，令當代職場變得更為嚴峻，離職後尋找

新工作的品質也變得更加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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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第一個研究限制在於「非自願工作狀態」的測量問題，本研究採用的題目是

「我會希望做不同於現在這份工作的事情」。雖然在 Kalleberg et al.(1997: 64-66)

的討論中，利用「受訪者是否想尋找其他工作」來測量意願程度，但我們也無法

排除，可能有某些工作者自願希望做不同工作，卻無法在這個題目中清楚區分。

由於在我國的勞動調查中，除了《人力運用調查》及「變遷調查」有區分自願與

非自願從事部份工時之外，幾乎沒有問卷探討非典型工作者的就業意願；又因為

我們在〈第二章〉的考量，本研究比較適合分析整體的非自願程度。因此，雖然

這個題目不夠完美，仍能提供我們初步的探索結果。 

 其次，這份樣本的「市場雇用非典型」人數過少，可能對於研究結果產生影

響。如同我們在「表五」所呈現的，市場雇用非典型只有 39 位；在「表八」與

「表九」的描述統計表格中，市場雇用非典型在各種低度就業類型的人數都不到

30 位，因此導致迴歸分析結果難以顯著。然而，由於我們在非自願工作狀態、

失去工作可能性等等，都發現市場雇用非典型的顯著影響，因此，我們認為這份

研究仍能適度反映非典型雇用關係的內部差異。 

 第三，由於我們對依變項的選擇與考量，在資料限制下，只能使用 2015 年

的「變遷調查」進行分析，因此仍屬於橫斷面的(cross-sectional)研究。我們無法

推論研究結果是否屬於長期存在的趨勢，以及存在趨勢的話，是否伴隨時代變遷

而有所轉變。此外，另一個相似問題，在於無法分析工作者的流動狀態。一個既

有研究的命題是，非典型工作者即使處於適當就業，他們也會因為工作環境的不

穩定，隨時可能落入失業的勞動力低度運用類別(Jensen and Slack 2003: 26)。如

果我們能獲得針對特定工作者的長期追蹤調查資料(panel data)，將更有機會探討

不同雇用型態的變化軌跡(如 Li et al. 2015)。 

 最後，如同我們在〈第四章〉的樣本結構描述統計，這份樣本的非典型人員

主要為青年、工作年資較短、教育程度偏低等，與典型人員呈現不少差距。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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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論因果關係時，我們通常要參考實驗設計的作法，確認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共

變項沒有差異（或是平衡的）。因此，為了避免研究結果來自於自我選擇，造成

實質上是共變項差異的後果，而不是自變項對於依變項有顯著影響，研究者可以

採用「反事實因果推論方法」(counterfactuals and casual inference)，彌補觀察研

究難以進行實驗設計的不足(謝雨生 2015)。由於本研究涉及多個依變項與多種

估計方法，難以逐一進行嘗試，這裡僅建議未來的研究者，可以從我們的研究結

果挑選感興趣的類別，進行更細緻的因果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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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各個迴歸模型的檢驗結果 

 在附錄一中，我們討論各個迴歸模型是否符合各自的假定，判斷能否使用對

應的統計方法。在此，我們主要檢驗多類別邏輯迴歸的「獨立且無相關假定」、

序列邏輯迴歸的「平行迴歸假定」，以及 Poisson 迴歸是否存在變異數的「過度

離散問題」。以下依序進行探討。 

 

(一) 低度就業（互斥分類） 

由於低度就業的「互斥分類」變項為名目尺度，我們參考 StataCorp.(2013: 

2234)的建議，使用看似無相關估計式(SUE)的 Hausman-McFadden test，來檢驗

多類別邏輯迴歸的獨立且無相關假定是否成立。結果顯示，在表十的模型四中，

三個低度就業變項的卡方檢定都沒有達到顯著(非自願工作狀態為 χ
2
=24.746, 

Pr>χ
2
=0.642，薪資過低為 χ

2
=21.379, Pr>χ

2
=0.809，過度教育的結果為 χ

2
=17.980, 

Pr>χ
2
=0.927)；而在表十一的模型四中，三個低度就業變項的卡方檢定也都沒有

達到顯著(非自願工作狀態為 χ
2
=24.714, Pr>χ

2
=0.739，薪資過低為 χ

2
=21.741, 

Pr>χ
2
=0.863，過度教育的結果為 χ

2
=17.998, Pr>χ

2
=0.959)。因此，這些結果無法

拒絕低度就業的類別彼此獨立的虛無假設，我們便可以合理使用多類別邏輯迴歸

進行分析。 

 

(二) 低度就業（相依分類） 

由於低度就業的「相依分類」屬於於次數類型的變項，我們參考 Long and 

Freese(2006: 376-377)的作法，透過概似比檢定以及模型比較的方式，檢驗負二

項式迴歸的參數 α，判斷是否需要改用負二項式迴歸。結果顯示，由於表十二的

模型四(χ
2
=0.00, Pr>χ

2
=1.000)，與表十三的模型四(χ

2
=0.00, Pr>χ

2
=1.000)，兩者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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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達到顯著；因此，依變項不存在過度離散問題，22我們能合理使用 Poisson

迴歸進行分析。 

 

(三) 失去工作可能性 

由於失去工作可能性屬於序列尺度的類別變項，我們使用 Wolfe and Gould 

(1998)的近似概似比檢定，探討平行迴歸假定是否成立。結果顯示，表十八的模

型四(χ
2
=50.02, Pr>χ

2
=0.1112)，與表十九的模型四(χ

2
=55.28, Pr>χ

2
=0.0822)，兩者

均沒有達到顯著，因此無法拒絕平行迴歸假定成立的虛無假設，我們便可以合理

使用序列邏輯迴歸進行分析。 

 

(四) 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 

由於尋找相似工作困難度為序列尺度的類別變項，我們使用 Wolfe and Gould 

(1998)的近似概似比檢定，探討平行迴歸假定是否成立。結果顯示，表二十的模

型四(χ
2
=65.73, Pr>χ

2
=0.0047)，與表二十一的模型四(χ

2
=77.97, Pr>χ

2
=0.0006)，兩

者均達到顯著。因此，我們改用「定型邏輯迴歸」進行分析。 

這裡依序檢驗定型邏輯迴歸的三大議題。第一個是依變項類別的可區辨性，

我們透過限制依變項的五個類別，彼此兩兩合併的方式進行比較。結果發現，類

別 1（很容易）、類別 2（還算容易）、與類別 3（不容易也不難）可能都無法清

楚區分。23因此，我們將三個類別合併，也就是將原始的五個類別縮減成三個，

                                                      
22

 對於這個結果，我們也另外檢視依變項的敘述統計。由於依變項的平均數為 0.888，標準差為

0.768，我們再將標準差除以樣本數(898 位)的平方根，得到標準誤為 0.026。因此，這裡再次確

認，低度就業的「相依分類」變項確實沒有過度離散問題。也由於變異數沒有大於平均數，針對

過多的零次與擴大的變異數設計的零膨脹模型(zero-inflated count models)(Long and Freese 2006: 

394)，便不符合我們的資料特性（此變項的變異數並未過大）。 
23

 在表二十的模型四中，類別 1 和類別 2、類別 1 和類別 3、類別 2 和類別 3，彼此合併的 p 值

分別為 0.3691、0.3476、0.0391；在表二十一的模型四中，對應的 p 值分別為 0.3522、0.3656、

0.0385。雖然從預設的統計顯著水準（α=0.05）來看，類別 2 和類別 3 應該能清楚區分，但如果

我們僅合併類別 1 與類別 2，會造成依變項的次序發生混亂：根據本研究的測試結果，類別 2 的

ϕ 參數幾乎都大於 1，顯示統計軟體是按照「類別 2>類別 1>類別 3>類別 4」的順序進行估計。

因此，鑒於類別 1 和類別 3 無法清楚區分，並為了確保合併後的依變項能保持適當順序，我們仍

選擇合併類別 1、類別 2、與類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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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新的依變項。24第二個議題是依變項的面向性，我們使用 Lunt(2001)的檢驗

方法。結果發現，定型邏輯迴歸模型的表現，比基準模型(null model)來得好，25

也不會比多類別邏輯迴歸的表現更差。26因此，我們可以合理使用單一面向的定

型邏輯迴歸。第三個是依變項的次序性，由於我們所有模型的 ϕ 參數，都符合

1=ϕ1>ϕ2>ϕ3=0 的順序，因此，在迴歸結果的詮釋上不會有次序混亂的問題。 

 

                                                      
24

 在新的依變項中，各類別代表的意義為「不困難=1」、「有點難=2」、「很難=3」。由於原始題目

詢問受訪者「找到至少跟現在一樣好的工作容不容易」，因此，這個順序仍符合我們探討的尋找

相似工作困難程度。 
25

 表二十的模型四與表二十一的模型四，兩者的 p 值均為 0.0000，代表定型邏輯迴歸的適配度

明顯較佳。 
26

 表二十的模型四與表二十一的模型四，兩者 p 值分別為 0.2679、0.3251，代表多類別邏輯迴歸

的適配度不會比定型邏輯迴歸更好。 




